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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文字具有力量是知識份子堅定不移的信念； 

揮筆灑墨，為所當為則是知識份子的擔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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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書評
擺盪在國家、市場與社會之間：

歐美工會的內涵、變異及發展 
 
 
 
 
一、前言：作為勞動者的集體組織－工會研究的起源與

重要性 
 
對於工會組織的發展歷程及演變，經濟史和社會史

家有豐富的記載和討論，不過現代意義下的工會起源，

大致上來說可以溯及至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的歐洲；當

時為了解決經濟上的困難與貧窮問題，英國各地出現了

地方上的友誼社與俱樂部，其具有互助團體的性質，這

種民間組織一向被視為是現代工會最早的起源。除了這

些規模較小的友誼社之外，在封建社會中由手工藝工人

所組成的基爾特(Guilds)組織與職工結社或職工俱樂部

等，也被視為現代工會組織的前身(王文霞，2002：
276-277)；不過當時這些組織並無為了對抗雇主，或爭

取勞工利益而組成的長久性組織與獨立自主的性質，也

還沒有出現「工資工人」(wage-workers)的持續性結社

(Webb, S and B, 1896: 4-8)，一直要到工業革命之後，工

廠中的薪資工人為了對抗資本家，才開始由過去的工匠

行會轉而組織自己的團體工會。1

 
「工會」是由工人所集結而成的組織，目的在促進

工人集體的利益和福利，並為此向雇主與政府施壓，今

日若無工會的存在，則勞資協商將不復存在，資方也將

全然漠視勞工權利。Polanyi在提及市場運作有摧毀社會

的危險時，也曾提及必須出現保護主義去預防這種制度

的成立，或者是一但自律性市場制度成立了，必須去干

預其自由運作；這種保護主義在過去是訴諸國家或政府

                                                 
1 Webb夫婦(1896)指出這種由手工藝師傅所組成的基爾特組織與現

代工會的性質不盡相同，基爾特組織是由有技能的工匠組成，他們

擁有生產工具，能夠控制產品的生產與銷售；但現在的工會組織卻

不是這一類型的結合，他們是純工人團體，是一群受雇於資本家所

設工廠之內的「薪資工人」(wage-workers)。另外有關英國工會主義

的起源及發展，請參閱王文霞(2002)。 

李耀泰∕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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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現在則是透過工會等勞動者組織

(Polanyi, 1957: 231)。 
 
回顧過去研究工會的相關文獻，主要

的探討大抵環繞在幾個議題上：包括工會

的組織運作、如何促進工人薪資和福利、

工會對於工人乃至於整體經濟與社會環境

的影響等等；可是在這些議題的討論當

中，我們很容易被勞資糾紛與對立所吸

引，而認為工會必然是與雇主甚至國家對

抗，甚至因此給予工會負面的評價，卻忽

略工會與國家、市場甚至整體社會之間並

非只有「衝突」和「對抗」的面向，在不

同國家、不同的歷史脈絡中，工會事實上

也可能出現不同的面貌和發展。2

 
本文即藉由回顧幾本關於歐美工會研

究的鉅著，從一個較為「宏觀」(macro)的
角度，來看待工會在幾個特定國家和實存

歷史背景中的變遷及內涵，並檢視它們與

國家、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係；這幾本著

作所切入的角度各有不同，但同樣都涉及

到了工會與國家、市場、社會力量之間的

互動關係。其中Hyman承續過去研究工會

的傳統，指出工會的型態和本質並不具有

絕對的「同質性」，而是兩種角色之間的「混

和」(mixture)；而Howell除了以市場、階

級、社會等面向看待工會之外，進一步把

「國家」的面向帶進來，並且從歷史的角

度考察國家力量對於工會組織的作用和影

響；至於Bennett和Kaufman以及Freeman
和Medoff的兩本著作，則是將關注焦點放

在工會存在本身對於勞資雙方、社會和諧

                                                 
2 Hyman在書中不斷提及，影響工會行為的階級、市

場和社會概念，會受到地域性的國家疆界所束縛，

使得工會的意識型態和本體特質必然受到國家政治

和知識傳統的影響(p. 173)；而這些不同的出發點也

必然賦予工會發展不同的「路徑依賴」動能(p. 
169)。因此不同國家脈絡下的工會研究變得具有意

義。 

和國家經濟發展上會造成何種影響和效

果，並認為這些效果所帶來的衝擊也將反

過頭來影響工會勢力的消長。兩者對於工

會在整體經濟和社會結構中的定位以及功

能均有深入的探討。 
 
從上述這些研究當中，我們可以發現

關於工會的研究不僅沒有退燒，更因為政

治、經濟情勢的轉變使得工會的樣貌和以

往有所不同，因此延伸出了許多新興的研

究範疇，不管是在政治學、社會學，乃至

經濟學、歷史學的領域中，處處可見與工

會相關的研究。藉由這些研究探討和不同

案例經驗的檢視，或許也能讓我們對於台

灣工會的發展現況和困境有一些不同的啟

發和思考。 
 

二、經濟行為者、社會夥伴還是階級組

織？ 
 
如前所述，歐洲的工會一開始只是技

術勞工的共同結合，然而在經過幾個世紀

的演進之後，工會的性質出現了若干的調

整和改變，在意識型態上也開始有所分

歧。在這樣的背景下，Hyman注意到了歐

洲的工會主義正在經歷一場「意識型態」

上的危機，他認為這個危機將會削弱工會

的權力基礎，並導致工會組織率和勞工勢

力的大幅下降。為了釐清工會的特質、意

識型態和策略，Hyman希望能夠藉由歷史

個案的回顧，來概念化工會在工作場域以

及社會中的角色和特徵，並且對於歐洲過

去乃至現在的工會發展提供一個分析的觀

點和假設。 
 
從第二章到第四章，Hyman回溯了過

去學者對於工會的看法，整理出「商業工

會主義、階級工會主義以及社會夥伴工會

主義」等三種不同的工會模式；但Hy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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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認為這三種模式是完全不相容的，他

區分出了三個歐洲工會可能具有的角色

(pp. 1-2)：經濟行為者(具有卓越勞動市場

功能的利益組織，目的在於促進會員的福

利)、社會夥伴(提高勞工更普遍的社會地

位，同時也是穩定與民主社會中的一部分)
以及階級行動與鬥爭的載具(作為勞工和

資本家鬥爭中的主戰派，目的在對抗資本

主義體制下的勞動商品化)，並認為工會的

策略傾向永遠是這三種角色衝突下的結

果，它們如何解決/無法解決這些衝突，造

成了不同國家的工會有不同的策略傾向。 
 
Hyman以歷史個案研究的方式，探討

英國、德國3與義大利的工會運動和其所採

取的策略傾向，並從中檢視這三種角色，

他發現雖然每個工會運動都可用某種角色

加以定義，但事實上所有的工會都融合了

這三種角色，只是其所佔據的比例、或是

在不同時期中所展現出來的面貌有所不同

而已，這些角色反映了各國具體的歷史背

景，也反映了其特殊的意識型態傳統(p. 
5)。Hyman進一步認為在大部分的案例

中，工會總是傾向於擺盪在其中兩種對立

角色之間，例如儘管英國工會認為它們主

要目的是在代表職業團體的利益，然而當

它們在自由地訴諸集體協商時，其仰賴的

仍然是奠基在「階級」基礎之上的工人動

員，所以英國的工會主義是擺盪在「市場

取向」和「階級衝突」之間。4

 

                                                 

                                                

3 Hyman在本書第六章的註一中提及，在此所探討的

德國乃是1990 年德國統一前的「西德」，並未包含

東德在內。 
4 同樣地，德國工會通常被認為具有「社會夥伴」

的特質，但此特質也隨著動員勞工能力下降而有所

改變，因此是擺盪在「社會」和「市場」之間；至

於義大利的工會則強調階級鬥爭，但也透過以社會

夥伴的身分與國家進行協商來鞏固自身利益，因此

是擺盪在「階級」和「社會」之間。 

不像過去許多左派學者認為歐洲工會

的發展是二元對立的(不是激進的、以衝突

為取向的運動型工會，就是保守的、以財

富累積為主的傳統工會)，Hyman 把這三

種角色作為一種分析架構，並且認為工會

角色的混和可為勞工的不滿提供一個宣洩

的管道，例如在以市場和社會為主的工會

取向中，可藉由引起階級之間的緊張關

係，來為自己取得集體協商和政治場域中

的優勢，並因而塑造一個更為平等以及正

義的社會(pp. 35-36)。 
 
然而這種論證方式可能引起一個問

題：階級衝突是否能夠「策略性地」用來

追求經濟以及政治目的？以及它是否只是

單純由於社會的經濟情況或生產結構的不

平等所產生，而無其他「外於」社會之外

的因素，例如認同、政治經濟體制？5如果

將階級衝突與經濟行為和社會目的並列，

那麼當工會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諧一致時

(而不是為了社會主義的理想而奮鬥時)，
工會如何被視為一種「階級組織」，如何宣

稱其是代表所有的「工人階級」？因為

Hyman這樣的邏輯可能會產生一種根本上

的矛盾，亦即過去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架構

似乎變成只是一種動員的策略，而其中經

濟市場與公民社會變成只是階級衝突發生

的一個「場域」(terrain)，這仍然無法解決

工會在多重角色之間的矛盾問題(而只是

「描述」和「解釋」這個現象而已)。 
 
另一個值得討論的問題是，Hyman認

為在尋求工會運動變革和挑戰的時代中，

工會的策略方向和性質是會有所改變的，

例如他雖然認為英國的工會是擺盪於市場

與階級之間，但英國某些工會目前有逐漸

轉向「社會夥伴」的趨勢(pp. 110-111)；而

 
5 尤其是在加入其他國家，例如日本、美國或北歐

國家的例子後，是否會得出不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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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工會也面臨重塑和增進勞工表現的訴

求，而這些訴求乃是奠基在階級基礎之上

(p. 140)；而義大利在經歷 1980、1990 年

代的內外經濟壓力之下，也勢必作出調整

和回應(pp. 165-166)。不過這些「調整」和

「轉向」是如何產生？將以何種方式進

行？以及能否從中得出一些解釋或發展出

特定的模式？這些問題似乎也會因為各個

國家的不同情況而可作不同的解讀，並且

需要經由時間的演進和歷史的發展作更進

一步的觀察以及驗證。 
 
三、國家力量的展現：英國的案例 

 
儘管Hyman在書中將工會的角色主要

分成市場、階級與社會，不過他也提及，

在談到勞動市場時，不能忽略「國家」的

重要性，尤其是1930年代之後勞動市場不

再像過去那樣被視為一個自主的機制，供

給和需求都受到政府的干預，當工會希望

對勞動市場有所影響或訴諸集體協商時，

都必須透過「國家」；因此產業關係和政治

並非分離的領域，而是相互影響(pp. 
14-15)。6然而Chris Howell認為這三種類型

的區分，並未妥善處理「國家」的角色，

尤其是在經濟領域的活動中，由於可能牽

涉到市場和價格的變動，因此必須去探討

工會影響價格的權利和制度來源為何，而

其中國家又是否涉入或發揮某種程度的影

響力。7Howell在本書中即以英國工會為

                                                 

                                                                  

6 Hyman在第五章論及英國的工會主義傳統時，也提

到了英國的政黨傳統、憲政法令以及執政者所採取

的政治策略，其中一節並討論了「高層政治」和「低

層產業關係」之間的「新秩序」(New Order)。不過

和Howell相比，Hyman對於國家層次的探討較像是

一種「背景式」的介紹，主要焦點在於工會在不同

政治脈絡下會出現何種轉變，而非國家行動對於產

業關係制度的形塑效果。 
7 早在1995 年Howell便寫了一篇文章，這篇文章認

為過去對於工會的討論都誤解了工會權力的來源，

只將其集中在影響市場價格的面向，而忽略了國家

例，詳細探討了國家行動在工會發展和型

塑產業關係制度上所扮演的關鍵作用。 
 
Howell的研究來自於對英國工會影響

力急遽下降的關注。在1970年代，英國工

會是很強勢的，然而在其後不到十年的時

間裡，所有的情況卻大有不同，尤其是在

柴契爾夫人上台之後，罷工的頻率和會員

數都大幅下降，對於勞動市場的影響力也

降低，甚至無法對工黨所選出的布莱爾政

府發揮影響力(p. 1)。8關於勞工勢力的衰退

究竟是一種全球的趨勢還是只有在英國發

生，事實上也引起了許多學者的討論和爭

辯，包括主張工會並未擁有強大的能力、

經濟情況的改變打擊了工會能力等等。 
 
由於英國工會的發展是在一種「集體

自由放任」(collective laissez faire)的政經環

境下，透過工人的集體行動和力量來捍衛

自身權利，不像美國或其他中歐國家的工

會那樣受到法律的保護，因此在眾多不同

的論述和主張中，出現了一種較為主流的

看法，亦即英國工會勢力的衰退，乃是市

場力量和經濟情況影響其集體協商能力的

結果(pp. 7-14)。9

 
然而Howell對此抱持著懷疑的態度，

他藉由重新檢視英國產業關係發展的歷

 
事實上才是整個經濟以及產業關係體制的主導者

(Howell, 1995: 150)。Howell這篇文章扼要介紹了其

對既有理論(多元主義)的反思，這些反思和對話在

本書中有更深入的討論。 
8 布萊爾以提出「新工黨」(the New Labour)作為號

召，堅持向右轉的經濟自由化政策，以「第三條路」

(the Third Way)區別過去工黨所奉行的集體主義政

策，布萊爾認為：「只有通過對比『新』工黨和『舊』

工黨，選民們才會相信工黨確實變了，變得更值得

信賴了。」(Norman, 2000: 4-5) 
9 在東亞，同樣有學者認為這種現象是來自於經濟

發展的結果，亦即國家為了有一個穩定的政治、經

濟和社會環境，因此必須依賴守規則以及低薪的勞

工(Deyo, 1987: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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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從中突顯了國家政策在工會發展過程

中的重要性。他區分出三個時期(p. 2、
chap3-chap5)：集體協商制度的建立(十九

世紀末至二次大戰期間，1890-1940)、產

業關係的分權化(1940-1979)，以及勞工逐

漸的個體化(1980 年代到工黨重新執政，

1979-1997)，其中協商方式也有所改變，

從以整個產業為範疇的協商、在工作地點

進行協商到沒有工會奧援的個人協商。10

在這三個時期中，Howell發現到國家行為

都發揮相當程度的作用，例如在第一個時

期中，為了減少來自國外對於本國製造業

的壓力，英國政府透過降低薪資以及介入

勞資爭議的方式，來鼓勵集體協商制度的

建立，但是這種制度仍然必須仰賴國家的

態度取向，而非工會本身就具有的權力(pp. 
79-82)；到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經

濟情況改變，英國的經濟改由一系列新興

產業所主導，例如汽車業和航空業，為了

提昇生產力，這些行業放棄了過去的集體

協商，而改由在工作地點直接就工資等議

題提出訴求，其中政府在正當化這個體制

以及訴諸實行上仍然扮演關鍵的角色(pp. 
119-123)；第三個時期是柴契爾夫人上台

之後，11以較彈性化的組織取代了過去工

會的集體協商機制，強調由國家來保障個

別工人的適應能力，並且在法律上也限縮

了工會的權力範圍，因而削弱了工會的勢

力(pp. 164-168)。 
 
簡而言之，Howell並不認為是國家無

法保護勞工，或是在產業關係中採取一種

                                                 

                                                

10 Howell這種比較不同時期的政治經濟和歷史制度

傳統的方法，與Pierson(2004)以及Thelen(2004)等學

者有許多類似之處，不過不像這些以路徑依賴或歷

史制度主義的方式來解釋，Howell強調的是「制度

建構和轉型的契機」，而其中國家在經濟模式和制度

形構上扮演了關鍵的作用(Howell, 2005: 21)。 
11 有關柴契爾夫人的勞工政策與立法，對於工會產

生何種影響，請參閱鄭為元(2001)。 

「放任」(hands off)的態度，才導致英國工

會權力和影響力的下降；相反地，其認為

英國政府乃是扮演型塑勞工和工會行為的

能動者，在各個政治經濟出現危機的時期

中，透過塑造或重塑「制度」的方式，來

影響整個英國的產業關係和工會的發展，

只是其中的干預性質有所不同而已(pp. 
37-39)。12

 
不過這裡必須注意的是，Howell所提

到的「國家干預」很容易與「國家自主性」

(state autonomy)的概念有所混淆，他認為

在產業關係中國家不可能置身事外(即或

多或少都必須干預)，因為只有國家有能力

去管理危機和塑造新的制度，然而這種干

預，跟國家欲維持其在勞資雙方之間的「自

主性」，例如一方面維持其自主地位，另一

方面同時限制勞資雙方的影響力，事實上

是兩個不同層次的概念，也就是說，國家

自主性其實並不等於國家不干預，國家在

進行干預的同時仍然能保有其自主性，推

測這應該才是Howell的本意。 
 
至於從工會的角度來看，Howell提到

1980年代是重大的轉折。在Howell所描述

的第二個時期，是一個較為分權的

(decentralized)產業關係體系，然而由於工

會領袖無法有效地實行薪資限制和管制勞

工以獲得雇主的支持，最終導致1978/1979
年間爆發了「不滿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13當時勞工面臨了兩種重大的

 
12 國家在工會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何種角色一直是

學界不斷探討的議題，究竟國家的干預和介入是一

種「支持」或是「壓制」，在不同國家都有所差異；

而Howell在本書中除了介紹各時期的法令規章，並

未進一步定義何謂「國家干預」，以及國家干預的「範

圍」。 
13 當時無數的工業糾紛、大罷工和高失業率，使得

工黨政府陷於癱瘓，並讓卡拉漢(Callaghan)政府聲

望急挫，國會遂於1979 年3 月28 日通過對卡拉漢

的不信任動議，其後舉行1979 年大選，選舉結果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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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去除管制或是國家管制，最後工人

選擇了後者。由此可知，當勞工無法藉由

工會來因應經濟上的困境並保障自己的權

益時，即會把對於復甦經濟的「期待」轉

向「國家」力量的介入，並且把對於整體

制度進行的改革寄託在國家身上而非工

會，這也是為何柴契爾的政策能夠成功，

而工會勢力卻自此急遽下降。 
 
四、工會勢力的下滑：二十年來美國工會

的發展及演變 
 
Hyman詳述了工會的三種策略傾向和

性質，並以個案研究的方式來論述工會是

介於其中兩者的「混和」(mixture)；而

Howell則回顧了一整個世紀的英國歷史以

探討工會勢力衰微的過程，並藉此指出「國

家」行動對於產業關係制度的型塑和干

預，會使得工會的能力和性質出現不同改

變。前兩者的討論涵括了工會自身的內

涵、發展，以及國家和工會之間的關係，

而本節所要介紹的Freeman和Medoff以及

Bennett和Kaufman的著作，在討論的層次

上則略有不同，其將焦點著重在工會「存

在」這件事，對於勞資雙方、整體社會和

國家經濟上有何影響和效用。14

 
之所以將這兩本書一同纳入討論的原

因在於，其實Hyman 和Howell 在書中的

結尾部分也都關注到了工會未來的發展面

貌及變革的可能。Hyman將焦點放在工會

                                                                   
工黨失去政權，而柴契爾夫人的保守黨政府得以上

台(p. 124)。 
14 Hyman在該書的結論中，對於工會未來的角色和

性質，曾提出一個「超國家」(supra-national)的歐洲

工會主義，而發展這種概念必須要制定出一些適用

於歐洲層級的「道德經濟」標準(pp. 173-176)。這裡

Hyman所談的道德經濟，著重的便是工會作為社會

夥伴以及其對於整體經濟發展的影響，和本節所要

探討的核心，亦即工會如何扮演非人性化之市場力

量的反對者有直接相關。 

所面臨的挑戰(尤其是「全球化」所帶來的

影響)，這些挑戰會如何衝擊到工會勢力的

發展並因而改變工會的策略選擇(pp. 
169-170)；而Howell則「解釋」英國工會

勢力下滑的現象，並勾勒出工黨再度執政

之後的產業關係發展藍圖，但其仍指出：

未來在關於工會的集體協商權力以及勞資

爭議的過程中，國家與工會之間仍然存在

著不確定的因素和緊張關係(p.192)。這些

策略上的選擇(如 Hyman)和國家介入的方

式(如 Howell)都影響了本節所要探討的重

點：為何工會的勢力會下滑？工會的存在

究竟產生了何種效用？ 
 
除了考量到在工會本身的策略發展和

國家能力的影響之外，這兩本書所採取的

方式是回歸到對於工會本質以及其存在意

義的考量上，另闢一個對於工會發展的討

論領域，而其討論同樣環繞著國家、市場

和社會等因素，差別在於它們是從「工會」

所帶來的「效用」(effects)出發，以一種擴

及整體經濟、社會的「成本效益」評估來

加以衡量；另一方面，在著重的個案部分，

它們也跳脫了傳統主要以歐洲為範圍的工

會研究，而將考察的焦點轉移到美國的身

上，讓我們能夠從中觀察到不同歷史背景

和發展脈絡的影響，進一步釐清工會面貌

以及性質上的差異。 
 
從工會存在所帶來的效果和影響出

發，Bennett 和 Kaufman 以二十年之後的

工會發展現況，回過頭去檢證過去關於工

會的相關理論解釋。2007 年的這本 What 
do unions do?: a twenty-year perspective，書

名和1984年由Freeman和Medoff所撰寫

的書名相同(除了副標題多加了：二十年之

後的觀點)，藉由和 Freeman 與Medoff 的
理論進行對話，來檢視在二十多年後的今

天，工會發展的面貌是否有所改變，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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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理論是否還能適用。 
 
在此先簡單介紹Freeman和Medoff的

這本著作，其從工會對於勞工和整體經

濟、社會的「效用」開始談起。在本書中，

他們提出了兩種對於工會的不同看法(pp. 
5-11)：一種是比較消極的(經濟學家，尤其

是新古典經濟學派)，另一是比較積極的

(一般大眾)，而何者較能解釋工會的效果

也引起了廣泛的爭辯。15因為前者強調工

會的「獨占性」(monopoly)的面向，其認

為工會用獨占權力，將其薪資提高至一般

水平之上，對於經濟會產生負面影響，並

且可能降低國家產出以及扭曲所得分配

(pp. 6-7)；而後者(也是作者所擁戴的)則是

認為工會可以展現出一種集體「發聲/回
應」(voice/response)16的作用(pp. 7-11)。17這

個論點其實是來自於Hirschman那本極具

影 響 力 的 著 作 Exit, Voice and 
Loyalty(1970)，他們認為工人在面對工作

環境中的問題或雇主的不當對待時，可以

透過工會向管理階層「發聲」，而非只有選

擇離開(exit)這個工作一途，且這種發聲的

方式更能提高生產力、使雇主作出更理性

的決策並增加勞資雙方之間的共識，因此

                                                 

                                                

15 這些爭辯其實可以回溯到古典經濟學派和工會

領袖對於工會組織的不同看法上，前者認為工資的

分配應受市場法則所決定，如果工會迫使工資提

高，則資本家賺取的利潤就會減少，對工人來說也

不會有利；工會領袖則是相信唯有組成工會，才有

希望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 
16 Freeman和Medoff在此認為發生必須透過「集體」

的方式，才能表達他們真正的偏好，否則只是由個

人和雇主進行溝通，將可能出現「撘便車」(free-rider)
的問題以及因為害怕被雇主解雇而不敢說出來；而

達成這個集體發聲的最佳管道，便是透過「工會」

組織(pp. 8-9)。 
17 儘管作者對於工會的「獨占」和「發聲」兩種面

向作了概念上的區分，然而在操作上似乎很難將兩

者予以明確劃分，例如當工會是為了「獨占」而選

擇「發聲」時，應該如何理解這之間的差異？ 

對雇主來說也會有利。18

 
Freeman和Medoff認為傳統觀點之所

以對工會採取比較消極、負面的看法，是

因為他們(尤其是經濟學家)假設市場是能

夠自行完善運作的；然而現實情況並非如

此，正是因為市場的不完美，所以才需要

賦予工會代表勞工發聲的空間，並藉此改

善勞工的工作情況、提高雇主的決策執行

力以及創造出勞資雙方之間的合作和信

任。19

 
不過在概念的層次上，Freeman 和

Medoff 並不認為上述兩種觀點是毫不相

關的，就像Hyman認為所有的工會都蘊含

了市場、社會、階級等要素，Freeman 和

Medoff 也強調工會事實上同時擁有消極

和積極這兩種面向，只是相對重要性有高

下之分；他們用實證的資料檢視了工會的

經濟和政治效果，發現工會除了能夠促進

會員的福利之外，更能適當地扮演社會夥

伴和經濟行為者，並促進整體經濟表現以

及政治上的自由(pp. 19-22, 247-248)。 
 
除了能藉由發聲來改變勞資之間的關

係之外，工會在「社會」的層次上亦能達

成某些效果，例如改善收入的不平等、提

高工作地點中的參與，以及工人在政治決

策過程中的代表性等等(chap5)。儘管從經

 
18 「工會發聲」在Freeman和Medoff的概念中，是

一種溝通和資訊流動的形式，其與工會集體協商的

權力運作方式有所不同；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它也

可能會被擴展至法規制定的政策過程和雇主權力的

限縮(pp. 11-12)。而這對於雇主來說是否有利，端視

我們從哪個角度切入來看。 
19 Freeman和Medoff認為創造一個勞資和諧的環

境，讓工會得以發聲並促進企業的經濟表現，乃是

「雇主」的責任(p.12, 176)；然而這種合作和信任是

否會造成以長期的經濟衰退來換取短暫的和平？而

當工會開始出現「獨占」的面向時，雇主是否有反

制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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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和社會的觀點來看，工會的發展對國家

有利，但Freeman和Medoff卻注意到了一個

弔詭(p. 248)：工資的上漲和工會的發展將

對雇主的利潤以及管制權力造成不利影

響，因此會遭到管理階層的反抗

(management resistance)，20而雇主的抵抗和

不健全的勞工法律與政策，乃是美國私部

門工會比率之所以下降的主要原因。21

 
對於Freeman和Medoff所提出的這些

理論觀點和解釋(尤其是工會對於社會和

經濟將帶來正面結果)，Bennett和Kaufman
在二十多年後，希望能透過經驗上的證

據，對之加以重新檢證和評估。22因此這

本書主要是從各個不同的理論視角，例如

經濟學(chap2)、歷史學(chap3)，或是作為

一個不同的「研究主體」，例如管理階層

(chap18)和工會組織者(chap19)的角度，去

考察過去的分析對於二十年之後的經驗和

發展是否還能適用；此外，Freeman和
Medoff在過去所呼籲的重新制定勞工法律

以保障工會主義，在今天是否已獲得貫徹

或改善？ 
 
Bennett和Kaufman注意到，在二十多

年後的今天，美國的工會密度仍然持續下

                                                 
                                                

20 Freeman和Medoff在前面提到工會的存在會提高

生產力，但在此處卻認為工會的存在會降低雇主的

利潤(profits)，顯然有前後矛盾之虞。筆者認為有兩

個可能，一是如同前註，工會發生可能造成雇主權

力的限縮，或是雇主根本就沒有認知到工會存在有

利於整體生產力；二是延續新古典經濟學者的批

判，亦即工會有可能將工資提升到不合理的程度，

因此影響到企業的整體收益。其中企業生產力和雇

主利潤的比例，筆者認為是一個有趣的討論重點。 
21 本書結論中提到：「儘管我們還不確定美國工會

化的最適程度究竟為何，但我們能確定的是，目前

的發展趨勢將會把工會化的程度降到最適標準以

下。」(p. 250) 
22 Freeman承認，二十年的確會改變很多事情，而在

1984 年的著作中也確實有幾個部分是有所不及

的：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情況、公部門工會的研究以

及工會的動力與生產力(pp. 611-616)。 

降，尤其是在私部門，而這是否意味著改

革勞工法律以提升工會化的程度在今日更

具有急迫性？23這個問題直接牽涉出了一

個更根本的質疑：工會化程度的提高，是

否必然能增進社會和經濟結果？並能因此

排除工會的獨占面向嗎？ 
 
為此Bennett和Kaufman將這本書的主

題設定在工會的經濟特徵和影響，例如在

本書的許多章節中均討論到了工會對工資

和整體經濟表現的效果(chap4-5、7、12)，
並試圖檢證Freeman和Medoff所強調的「集

體發聲」面向(chap8、10、13)；除了用現

有的實證資料去驗證過去的理論觀點之

外，也包含了Freeman和Medoff較少碰觸到

的非經濟面向，例如產業關係、法律、政

治等過程(chap16)，以及產業民主等問

題；24另一方面，由於其他國家在近年來

也面臨了工會組織率下降的問題，因此在

本書第14章同時納入了國際的要素，探討

各國的工資、工會在宏觀經濟上的表現、

集體協商方式以及勞動者權益上的差異，

藉由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以釐清工會勢

力變遷的實質內涵與原因。25

 

 
23 同樣注意到美國工會會員人數及工會密度的變

化，Troy(2004)也認為美國「舊的」工會主義(Old 
Unionism)逐漸式微；不過不像Freeman和Medoff或
Bennett和Kaufman等擁護工會者的觀點(將工會的

衰微歸咎於雇主的打壓和勞工法律的不足)，Troy引

用了Schumpeter的「創造性毀滅」概念，來說明舊

有工會的沒落是必然的現象，原因在於市場和技術

革新的動力對其造成莫大挑戰。 
24 Hyman的著作中將美國歸類到「商業工會主義」，

其認為美國工會強調的是經濟主義，核心觀點在於

集體協商優先，以避開政治的糾纏(p. 8)。Bennett和
Kaufman在此並未深入探究美國工會的特質，而是

將焦點放在工會對於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所帶來

的整體「效果」(effects)。 
25 Freeman在本書對於各章的回應中指出，由於這些

跨國的資料和時間序列的迴歸分析，並無法讓研究

者清楚得知不同工會在總體經濟表現上的效果，因

此也無法有效的加以通則化(p.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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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書所涉獵的範圍來看，可知

Bennett 和 Kaufman 希望從各種角度來評

估工會本身所帶來的利弊得失，不管是經

濟層面或非經濟層面，甚至將範圍擴充至

公平、勞工福利以及社會正義等其他較為

道德層面的觀點上(chap6、11)。 
 
大體而言，本書中的許多作者基本上

仍同意工會的存在對於工資的分配和平

等、減少辭職和增進公司利潤，乃至增進

社會整體經濟發展與和諧上都能起到「正

面」的作用；不過對於Freeman和Medoff
過於強調工會的「正面」效用而忽略其「獨

占」面向仍多所批判，26尤其是近二十年

來，各國的政治和經濟情勢均有極大的變

動，工會的面貌和發展型態也隨著時間的

改變而有所差異，因此從實證的經驗資料

中可發現，Freeman和Medoff的看法在今日

必然將面臨到許多挑戰。 
 
五、歐美經驗與台灣工會發展的困境：代

結語 
 
從以上這幾本書的回顧當中，讓我們

對於歐美工會的發展、國家干預的作用以

及目前有關工會的研究有了概括性的認

識。儘管我國與西方國家的發展脈絡有所

不同，然而如同前述，藉由觀察不同歷史

背景和政經環境所帶來的差異，能夠讓我

們對於工會發展的面貌及本質有更清楚的

了解，並且能進一步解釋和釐清我國工會

發展的現況與困境。 

                                                 

                                                
26 例如本書中Hirsch提及Freeman和Medoff對於工

會能促進生產力的效果過於樂觀，因為根據現實的

經驗資料顯示，工會的效果幾乎趨近於零(pp. 
209-210)；而Addison和Belfield在對德國的研究中發

現，工會在促進生產力成長的效用上並不顯著(p. 
249)；另外Gunderson針對公部門進行研究後亦得出

相同結論，尤其是在對薪資的作用更是如此(p. 
412)。 

 
從Hyman的書來看，其中有些值得討

論和比較的地方。如前所述，Hyman用的

是「市場/階級/社會」的三角關係來分析

工會的性質，並選擇了英國、德國及義大

利等三個國家作為案例；如果從這三組概

念來分析台灣，台灣的工會似乎比較屬於

擺盪在「市場」和「社會」之間，因為在

台灣歷史發展的過程中，工會的形成是過

去國民黨政府基於政治和經濟考量所扶植

成立，因此消弭了工會的「階級性格」，使

得工會所能扮演的功能，僅能侷限在和「政

治」功能較無關係的場域當中(去政治

化)：一方面透過討價還價(如互助保險、

集體協商以及法律制定)來制約勞動市

場；另一方面則是致力於社會對話，展現

其作為社會夥伴以及穩定社會秩序的功

能。  
 
當然Hyman的這個分析架構仍然有些

問題存在，就像Hyman自己提到的，工會

在不同時期可能會以不同面貌來展示，且

可能融合了所有不同的要素，因此要以哪

些類別來描述，可能都會有一些盲點存

在。例如台灣在解嚴前後的工會發展，其

實是差異相當大的，過去台灣在戒嚴、時

期對於社會各部門的控制，具有某些「國

家統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的樣貌，但

是在解嚴後，國家與勞工部門的關係就已

經較不具有此特徵，所以除了上述三種類

別無法適用解嚴前的台灣之外，即使是將

「社會夥伴工會主義」套用在解嚴後的台

灣之上，也似乎顯得有些牽強。27

 
27 德國的情形似乎也是如此；德國在1869 年建立

了一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組織(社會民主勞工黨)，
但其後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卻使得激進革命的

呼聲日趨弱勢，目前只剩下少數極左的社民黨員還

認真看待它，因此Hyman認為未來德國工會的訴求

將奠基在「階級」基礎之上的說法也同樣令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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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討論「國家」在工會發展過程

中的角色，台灣的情況和Howell所論述的

國家力量介入也有所異同。在英國，國家

力量在不同時期有不同的介入方式，這也

使得英國的勞資協商制度因而呈現出不同

的面貌，但大抵而言，英國國家力量的介

入主要是為了「抑制」工會的力量，以避

免其影響國家經濟發展與雇主利益；可是

台灣工會發展的歷程與西方卻有很大的不

同，台灣工會體系乃是國民黨政府因為政

治和經濟考量所扶植成立，目的是強化其

在政治上的統治基礎、穩固政權的正當

性。28不像英國是單純由勞工為了爭取自

我權益、改善勞動條件而自發性地集結而

成；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之下，工會組織的

組織架構乃是由「黨國」所策劃，人事任

命上也受到黨國的控制，29因此雖然有相

關勞工法令存在，但在戒嚴法之下事實上

並無法運作，此時工會的運作功能與利益

代表內容皆受到黨國的主導及控制。30

  
因此如果要探討工會權力的不彰以及

組織率的下降，在美國可能如Freeman和
Medoff講的，是來自於擔心利潤下降而遭

到「雇主的抵抗」或不健全的勞工法律所

致；可是在台灣，儘管解嚴之後社會力量

開始蓬勃發展，勞工意識逐漸抬頭，政治

因素對於工會的影響也逐漸減弱，甚至在

                                                 

                                                

28 同時為了因應當時兩岸間的緊張關係，國民黨也

希望透過黨政機關來組織並動員工會，以達到財富

積累和軍事準備的效用(李允傑，1999：127-128；

張國興，1991：11-16)。 
29 如工會體系中，省級以下系統乃是由較傳統與小

規模的職業工會所組成，歸國民黨台灣省黨部負

責；而直接跨區加入全國總工會之公營與大型的產

業工會，則歸國民黨產業黨部負責。至於在人事任

命的控制上，包括了理事長任期限制、工會幹部出

路限制等等(沈宗瑞，2001：160-164、註3、註5)。 
30 工會的籌組過程，在過去乃是由黨團發起組織工

會，而黨組織在政府核准、籌組指導以及工會幹部

的遴選上全面介入(沈宗瑞，1994：55-56)。 

1987-1989 年間短暫出現了蓬勃發展的工

運、工潮，31但工會的自主性功能並未增

強，原因除了黨國控制的遺續和過去法令

上對工會多所限制之外，也由於工會本身

組織的弱勢和運作功能上的種種限制。32

其中唯一有共通之處的，是同樣受到了「法

律規範」的束縛，我國工會由於受到工會

法和政治環境的限制，一直無法在勞動三

權上有所突破，因此工會作為集結勞工力

量以及其動員能力容易受到外界的質疑。 
 
從上述文獻的簡單評述中，可知各國

工會的發展受限於特定的歷史發展背景和

政經脈絡，並因此擺盪在不同的國家、市

場和社會力量之間而呈現出不同的發展樣

貌。從這個角度來看，我國工會的發展及

內涵亦來自於我國特有的歷史脈絡，而這

和過去國民黨威權統治的遺續以及法令規

章的限制密切相關，其使得我國工會多屬

一般社團的性質，團結的基礎不足，再加

上過去國民黨透過地方選舉來動員勞工支

持，使得工會變成只是用來動員的「投票

機器」，而無法形成「集體的階級意識」

(Huang, 1999: 134-142)；在國家結構的制

度性影響和黨政勢力的制約下，許多學者

 
31 1989 年5 月遠東化纖罷工事件發生之後，期間資

方派出保全人員，政府則出動了鎮暴警察與水車予

以強力鎮壓；5 月25 日，工廠全面復工，事件遂以

工會的失敗告終。自此台灣工運進入一個相對萎縮

的時期。請參閱維基百科的相關介紹，網址：

zh.wikipedia.org/wiki/1989 年遠東化纖罷工事件。 
32 此外，在工會的組成性質方面，國民黨政府為了

減少勞工的抗爭意識，因此鼓勵職業工會的籌組而

減少產業工會的發展，原因即在於職業工會一般為

小雇主所組成，較無能力去進行抗爭，選舉時亦傾

向去支持執政黨，方便政府加以控制(沈宗瑞，

1994：353-357)。這些不具現代工會機能的職業工

會，只流於處理勞、健保保費等一般性業務，且其

會員加入的原因也大多是為了獲得勞保或健保等因

素才加入(Huang, 1999: 65-67)，反而是較能代表勞工

發聲的產業工會，其組織率卻偏低，且在國民黨政

府長期的扶植與控制下，成為國民黨的分支機構、

政令宣導和選舉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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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閹雞工會」、「御用工會」或「花瓶工

會」等來形容台灣各級工會，並對於其功

能不彰多所批判(藍科正，1992；王惠玲，

1997)。然而工會作為勞工的代表組織，亦

必須努力團結成員的向心力，凝聚勞工的

集體意識，擬定適合策略來吸引廣大勞工

的認同，促進更大規模的勞工參與，33並

將所有可能的勞工力量加以整合，才能增

強本身相對於國家和資方的談判能力。唯

有保有和政府以及雇主進行協商的能力，

發揮專業自主的功能，透過社會對話機制

來參與政府政策的制定，並將這些機制加

以制度化，才不會在雇主的壓力以及不健

全的勞工法律之下被泡沫化，也才能進一

步落實工會的功能，確保勞工的勞動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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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全威∕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班 

日常生活中，我們對於能言善道，評價不完全

是正面的。尤其是對於口若懸河、唇槍舌劍的政客，

更是心存芥蒂，認為他們時常鼓動群眾、顛倒是非，

是造成政治混亂的根源。然而，耶魯大學 Bryan 
Garsten 教授在 Saving Persuasion: A Defense of 
Rhetoric and Judgment 一書中，對於政治生活中能言

善道的行為，做了某種程度上的辯護，並且對於晚

近審議民主理論提出批判。  
 

Garsten 指出民主政治，相較於其他政治制度，

其實正預設了政治菁英必須具備「說服」群眾的能

力。人們時常詬病「說服」的兩個弊端：其一，說

話者是在「操弄」（manipulate）聽眾，以說話技巧，

欺騙或故意隱藏部分事實，駕馭群眾。其二，也有

人認為這些講者，不過是順著聽眾的喜好，以「迎

合」（cater）的方式，說出群眾喜歡聽的話。所以，

說服其實是一種矛盾的組合：兼具「操弄」與「迎

合」兩種潛在弊端。 
 
Garsten 對這樣的現象，提出一個非常有趣的解

釋：操弄就像是「統治」（rule），因為說話者利用語

言的力量在引導聽眾達到預設的方向。這種語言引

導的力量，實際上的效果，一點也不輸給統治者的

武力強迫，甚至聽眾沒有絲毫的不願意。這種現象

就像是統治行為，說話者可以讓聽眾服從其意願。

至於迎合則像是「被統治」（ruled）。說話者雖然表

面上在說服聽眾，事實上，只不過是順著聽者意見

走，不敢忤逆。聽眾的意向是往東，說話者力陳往

東的好處；聽眾的意向是往西，說話者只敢提到往

政治科學季評   2008年3月   第十七期 13



西的優點，否則可能會被轟下台，或

是失去原有的地位。說話者這時又完

全臣服於聽眾的意見，就像是被聽眾

統治。 
 
這兩種現象都同時存在於政客的

談話中，有時可能操弄多一些；但有

時又更多是在迎合群眾。因此，在說

服的過程中，兼具操弄（統治）、迎合

（被統治）的特質，Garsten 認為這正

好符合民主政治的統治、被統治交替

的「輪流之治」精神。民主政治不是

一人永遠統治，而是能定期的更替統

治者，甚至被統治時，正是觀摩與體

會應如何統治；統治時，除了知道被

統治的感受，也要警惕還會輪到被統

治。這樣確保了民主政治不會淪為一

人政治。換句話說，說服彰顯「輪流

之治」的民主特質，而捨棄說服，真

正民主就無從建立。Garsten 認為會淪

為行政體系的單向治理，媒體以影像

取代語言溝通，壓力團體以利益交易

取代對話協商，而公投式民主只有二

元對立的答案而沒有居間折衝方案。

更進一步來說，不相信政治人物的說

服，也就是不相信民眾的「判斷」，擔

心民眾被騙。然而，民眾失去「判斷」

的機會，民主政治從何建立？ 
 

為什麼「說服」之術，在今天政

治生活中受到忽視？Garsten 指出這是

有其歷史思想的根源。政治概念的說

服 ， 在 古 希 臘 稱 之 為 「 修 辭 」

（rhetoric）。這在西方，一直是受到十

分重視的政治能力與素養。在中世紀

更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中的

基本科目之一。不過，到了十六、十

七世紀，因為受到宗教改革與宗教戰

爭的影響，當時傳教士訴諸人的良

心，超越公共領域的政治秩序，使得

紛爭不斷。修辭術在當時就是這些傳

教士的魅力來源之一，也因此許多政

治思想家將這種技藝視為洪水猛獸，

嚴加批判，影響迄今。Garsten 希望重

新為「說服政治」（ a politics of 
persuasion）進行辯護，他認為重視說

話者的修辭，不僅可以增進決策的品

質——因為要想說服人，必須知道聽

眾的需要，而不是一廂情願訴諸自身

演繹式邏輯的推演，全然不顧對方從

別的前提下所推導出的判斷與好惡。

另方面，重視說服的力量，同時也就

是重視人民的判斷抉擇，相信人民具

有判斷是非、善惡的能力，這才是民

主政治真正的真諦。換言之，本書一

方面推崇修辭的正當性，似乎帶有菁

英民主的色彩，因為能言善道者畢竟

是少數；但另方面，強調修辭的目的，

最終又是為了讓民眾進行「判斷」，是

真正相信民眾的決定權，不會害怕民

眾被騙，急得想以各種限制，「保護」

民眾免於做出錯誤的判斷。 
 
全書除導論外，共分為二個部

分，六個章節。導論鋪陳全書主旨與

脈絡，並對特定名詞、寫作方法提出

說明。第一個部分：「反對修辭」

（Against Rhetoric），包含一到三章，

分別論述霍布斯、盧梭、康德三人對

於修辭的批判。宗教改革後，訴諸個

人良心判斷，造成紛爭不斷。霍布斯、

盧梭、康德試圖重新建立新秩序，霍

布斯借助代表全民的主權者，盧梭則

是以先知式民族主義塑造人心，康德

則是訴諸學者公共理性，而其效果都

是要建立一個唯一判斷標準，對抗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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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家的煽動與顛倒是非。 
 
第二部分是「辯護修辭」（For 

Rhetoric）：第四、第五章分別介紹亞

里斯多德與西塞羅如何肯定修辭以及

需對修辭加上什麼樣的限制，Garsten
從亞里斯多德與西賽羅的文本中，認

為人們在判斷與自身相關事物時，會

是最好的判斷者。而且，說話者必須

要能夠持續維持以說話方式說服的底

線，所以也會自己節制。第六章則是

作者從前述脈絡反思後，進而提出肯

定修辭與判斷，作為批評與修正晚近

審議民主理論的缺失。扼要言之，

Garsten 認為審議式民主太過偏重言說

的程序性、中立性、普遍性、公開性

等特質。但事實上，這些是實際政治

生活中不太會出現的理想情境。相反

的，修辭民主推崇特殊性、部分性、

實質性，就是在特定的框架中，容許

各方就其私利、成見來說服彼此。而

要確保的，就是這種對話能持續進

行，而非騙一次即可。此外，也必須

透過分權制衡的方式，譬如讓各種決

策下放到各種組織，而不易形成單一

的民主煽動家憑一己之力，就可以呼

風喚雨。 
 

本書立論清楚，結構安排與標題

對仗工整。但是本書將修辭受到攻訐

的原因，歸因到宗教改革，似乎與歷

史發展不同。事實上，早在修辭術興

盛之時，柏拉圖就以蘇格拉底之名對

於修辭展開嚴厲的批判。1所以，安排

現代思想家（霍布斯、盧梭、康德）

作為批判修辭的代表，訴諸古代的亞

                                                 
                                                

1 特別是柏拉圖的Gorgias篇與Phaedrus篇，兩

篇對於修辭術的批判，有非常精彩的論證。 

里斯多德、西賽羅作為解決方案，這

樣「非今是古」的鋪陳方式，事實上，

與修辭的發展歷史脈絡並非相符合。

Garsten的鋪陳模式像極了Leo Strauss
在談政治哲學的發展模式：現代政治

哲學走偏了，必須回到古代政治哲學
2。事實上，從書的「謝辭」中，可以

看到Garsten師承Straussian的主要人

物：哈佛大學的Harvey Mansfield教授
3。因此，對於這種類比，也可以看到

有向大師致敬的味道。 
 
其次，本文最有趣的核心概念，

就是說服具備民主的特質：統治與被

統治的輪流之治。這種「比擬」確實

掌握了修辭與民主的重要類比關係。

可是當我們翻開老子《道德經》第三

十六章，「將欲歙之，必故張之﹔將欲

弱之，必故強之﹔將欲廢之，必故興

之﹔將欲取之，必故與之，是謂微

明」。我們似乎很難說，老子也掌握了

民主政治「輪流統治」之術，所以老

子是談民主。事實上，事物的發展，

很少是單一面向的進行，有時就是必

須正反來回。民主政體中的說服是這

樣的，君主政體中的君臣之道何嘗也

不如此？因此，以說服具有取、捨的

特質，推論到就是輪流統治的特質，

恐怕只能視為一種比喻的修辭而已。 
 
第三，本書討論「修辭」一詞，

在序言中表明依據傳統的界定，修辭

是「作為說服的言說」，而排除其他日

常對話中常會提到的騙人的修辭技術

等。Garsten 認為他辯護的只是前者，

 
2 有關Strauss對政治哲學的發展，參見Strauss
（1988 )。 
3 Straussians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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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一般使用負面意義的「修辭」，非

他所關心與辯護的對象。事實上，這

種定義的劃分，會有點取巧。因為，

一般人擔心修辭的問題，正是修辭一

般所具有負面意涵，沒有人會反對「說

服」這樣的概念。因為，說服本來就

是日常生活中一再出現的行為。這種

切法，有助於作者鋪陳其論述，但是，

建構的框架又與一般所看到的民主煽

動家弊端，會有些距離。 
 
 綜合而言，「修辭」在西方具有源

遠流長的歷史，是十分有爭議的概

念。但是現代社會以「多元」為主要

特質，「修辭」強調的對話與說服，就

成為政治理論中值得挖掘的思想源

頭 ， 而 Garsten 的 這 本 Saving 
Persuasion 即做了非常好的嘗試，許

多論點值得繼續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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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理由 

評析Gary Cox《計算選票：各國選舉制度之策略

協調》的理由有四：一、該書建基在「杜弗傑定律」

（Duverger’s Laws）的假定上，但巔覆其決定性，藉

由「非杜弗傑定律」（Non Duverger’s Laws）的反證，

建立形式理論之經驗意涵； 二、 雖論制度，但有

別於主論選舉制度之論著，將制度作為外生因素，

進而探討行動者（選民、政黨、候選人）策略理性

選擇；三、納入「社會分歧」（social cleavages）的變

數，突破制度約制的絕對性，擴展經驗政治的意涵；

四、跨國（cross-nations）經驗分析，舉證充份。  

評析

評析內容 

《計算選票》是一本兼具形式理論與經驗分析

的論著。研究方法兼採「制度研究途徑」與「理性

選擇研究途徑」，融合社會選擇理論（另稱公共選

擇）、空間理論、賽局理論等精神，輔以形式模型，

推導經驗論證。其生動之處在於動態呈現宏觀層次

之微觀行為，此精神的體現可從副標題－「策略協

調」（strategic coordination）見其端倪。協調運作又

可從三方面來觀察：一、選舉制度（ electoral 

institutions）：建制確定，規則成形，決定勝負方式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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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組成；二、政治動機（political 

motivations）：包括政黨菁英選戰策略

與群眾偏好（preference）的展現，特

別是選民投票行為，一方面表態偏

好，另方面顯示選民的投票策略是經

過計算的，這便是理性選擇研究途徑

最為關注之「效益函數」（ utility 

function）的概念；三、公共期望（public 

expectation）：選民的理性選擇促使政

黨發揮協調機制，提出大多數人能接

受的方案，讓雙方感受到好的結果。 

制度與行動者策略如何交織成選

舉均衡？在理論與經驗上要如何說服

讀者？  

（一）選舉制度與社會分歧 

「杜弗傑定律」首當其衝，其基

本假定為：單一選區相對多數決制傾

向產生兩黨制，比例代表制傾向產生

多黨制，以及兩輪投票絕對多數決制

傾向產生多黨聯盟。學者對「杜弗傑

定律」的批評，意見分歧，但可綜論

為科學立場（scientific  status）與因

果效度（causal validity）層面；主要的

質疑在於：一、杜弗傑用過簡的變項

（政黨、選制）摘述複雜的社會互動；

二、強調社會分歧的學者，則認為杜

弗傑並沒有交待制度形成之初是否也

是考量社會分殊才建立的（Cox cited, 

1997: 14-15. Campbell 1958; Grumm 

1958; Lipson 1959, 1964; Meisel 1963; 

Lipset and Rokkan 1967; Blondel 1972; 

Nohlen 1981; Beyme 1985; Franco 1986; 

Solari 1986, Giovanni Sartori 1994; 

Riker 1982a）。眾多對「杜弗傑定律」

的批判中，Cox 論著的旨趣在於顛覆

該定律的決定性，他將社會分歧鑲嵌

到選舉制度中，分析「社會分歧」如

何與「選舉制度」相存與共？社會結

構與政黨態勢如何產生關聯？    

Cox 在第二章的部份，即直截從

社會變項去挑戰「杜弗傑定律」，論及

社會分歧與政黨數的關係時，提出一

個很強的假定：如果一國的政黨數充

份反映該國的社會分歧，其政黨數便

是自然（natural）政黨數，即使選舉制

度變為更寬鬆，並不會因此增加政黨

數；相對地，如果原政黨數受到選舉

制度的壓抑，無法反映社會結構，則

一旦制度變得更寬鬆時，政黨數就會

增加。舉例而言，倘若美國接受以色

列的選舉制度，依然還是會是個兩黨

制的國家，因為社會結構使然。換句

話說，同質性高的社會，就算實施比

例代表制，政黨數目也不會增加；而

異質性高的社會，就算不實施比例代

表制，政黨態勢仍會因為反映社會分

歧，而出現多黨制（13-33）。 

將此假設反映到特定政治體系

中，觀察投票與席次取得過程，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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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的發展：一、將社會分歧轉化成

偏好；二、將政黨偏好轉化成選票；

三、最後選票轉化成席次。那麼，在

社會分歧被納入考量的前提上，政黨

競爭雖在制度框架下運作，也會自動

協調出特定的結果，首先會出現符實

（容納社會分岐）的政黨數目（actual 

number of launched parties），次則發展

出少數為選民熟悉的政黨（ smaller 

number of known parties umber），接

著 ， 只 有 夠 選 票 基 礎 的 政 黨

（vote-getting parties）生存下來，最

後 ， 角 逐 席 位 成 功 的 政 黨 產 生

（seat-winning parties）（26-27）。究其

動態過程，從少數政黨發展到實力政

黨的過程，選民「策略投票」（strategic 

voting）發揮作用，此為裁汰弱者的「心

理因素」；而取得席位階段則反映制度

面的「機械因素」1。 
 

（二）選民如何讓選票發揮功能？（第

三章至第七章） 

這牽涉選民的「政治動機」－投

票與否，以及「投票期望」－如何讓

選票有意義。Cox 將選民視為「短期

                                                 

                                                

1 閱Maurice Duverger. 1954. Political Parties. 
London: Lowe & Brydone Ltd.. 類似的論點，

在Lawrence LeDuc, Richard G. Niemi, and 
Pippa Norris. eds.. 1996. Comparing 
Democracies: Elections and Voting in Global 
Perspective 一 書 ， 用 mechanical effect 與
psychological effect表示。 
 

工具理性者」(short-term instrumental 

rational actor)，他們進行「成本-利益」

（cost-benefit）的理性計算，在乎自身

行動對該次選舉的影響力，為避免選

票浪費，選民會遺棄弱者（electoral 

abandonment of weaker contestants），當

他們觀察到原本期望當選的候選人，

無勝選機會時，他們會放棄「忠誠投

票」（sincerely voting），轉而策略地將

選票投給有機會當選的候選人，這就

是「策略投票」（71-72），也是選舉經

驗常聽到的「棄保效應」；這便引發探

討選民投票的有趣議題－假設在單一

選區相對多數決制，當選民計算出強

勢候選人的同時，為何會自動讓最有

希望贏得選戰的候選人，限縮到兩

位？究其原因，可提出兩個定律：一、

選民捨所愛但無希望的候選人，選擇

次偏好或較不討厭的候選人，目的在

排擠最不受歡迎的候選人；二、從社

會代理人的觀點來看，選民將政治資

源分配給最有希望的人。 

承上，Cox以M+12公式檢視，如

果選民之間的「協調」是成功的，最

後就只會出現「有效的候選人」

（effective candidates），M就是當選

者，1 是足以匹敵的對手（31, 99）。以

形式模型的概念說明，如果有三個候

 
2 閱Gary Cox.1997. Making Votes Count. p. 31. 
p. 99.  M+1 之M表示複數選區應當選席次，

M+1st，M+2nd之 1st與 2nd，分別表示足以匹

敵第一位與第二位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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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參選，資訊顯示三者分別可能獲

得的選票比率為 iπ 、 jπ 、 kπ ，當 iπ  > 

jπ > kπ 時，「選擇」（alternatives）變

得很清楚（strict），選民會忠於偏好，

選擇「忠誠投票」；然而，當 iπ ≥ jπ > kπ

的情形出現時，由於 iπ 與 jπ 的勢力旗

鼓相當，又如果 jπ 與 kπ 是特定偏好選

民，視為政策立場較接近者時，很明

顯的，選民為避免 jπ 與 kπ 的選票相互

瓜分掉，便會選擇棄 kπ 保 jπ ，這便產

生「策略投票」。 

至於要如何知道競選是否激烈？

選民如何抉擇？Cox以S/F ratio3來呈

現，指出「杜弗傑定律」的均衡，S/F 

ratio會趨近於 0，表示second loser遠落

後first loser，相對的，「非杜弗傑定律」

的均衡，S/F ratio反趨近於 1，表示

second loser的選民沒有放棄他，還是

採忠誠投票。如果用機率分佈圖來呈

現，S/F 0 是單峰分佈（unimodality），

S/F 1 則呈雙峰分怖（bimodality）

（85-88）。 

此發現又意味什麼？在「杜弗傑

定律」均衡下，選民策略投票，S/F 0，

第三人（second loser）根本地被放棄，

只 有 first loser 在 「 競 爭 場 域 」

（marginal）內；那麼，何以會出現「非

杜弗傑定律」之 S/F 1 的情形呢？以

                                                 
3 閱Cox. p. 85. S/F ratio is the ratio of the 
second to the first loser’s vote total. 即「第一位

與第二位落選者得票比模型」。 

單一選區相對多數制為例，這是破壞

M+1 原則，反而形成 M+2 的局面，意

指三者旗鼓相當，first loser 與 second 

loser 都在 marginal 內。這正是 Cox 經

驗假設的重要發現，由於 Cox 的跨國

選舉制度比較，觀察到例外於傳統「杜

弗傑定律」的情形，為解釋這些現象，

Cox 演繹出理論模型，試圖解答「如

果模型是正確的，可從實際經驗中發

現什麼？」 

（三）政黨進場策略與政府組成（第

八章至第十四章） 

政黨進場策略在於反映公共期

望，政黨協調推舉什麼樣的候選人，

不但影響到 M+1 或 M+2 的局面，也決

定選舉成敗。以美國 1984 年之共和黨

推舉雷根（Ronald Reagan）為總統候

選人，民主黨提名孟戴爾（Walter F. 

Mondel）的過程，以及秘魯的 Mario 

Vargas Llosa與Alberto Fujimori競爭過

程為例，前者是政黨協調失敗的例

子 ， 後 者 是 協 調 成 功 的 例 子

（Introduction, 3）。政黨協調成功，被

推舉的菁英就有累積選票的能力，加

上政黨標籤作為後盾，無形中為其勝

選背書（endorsement），選民就會忠誠

投票，如果協調失敗，選民則自動以

策略投票，決定候選人的去留。 

政黨進場策略的操作，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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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於 組 成 政 府  (government 

formation)，假設在複數選區制度下，

「席次最大化」（seat-maximization or 

portfolio- maximization）是實質目標。

政黨為組成政府發展出的策略有：

一、政黨採取「聯盟」（coalition）方

式推舉候選人，形成「聯合政府」

（coalition governance），特別是內閣

制，聯合協調的特質較其他體制來得

更為明顯，尤其是多黨環境，聯合政

黨組閣是常有的情形。二、雖然，選

舉制度影響政黨態勢，然或可反向思

考－政治菁英因熟稔制度的運作，反

向操弄規則，將理念融入制度中，順

勢推舟，達成預期的政治目的。三、

政黨以「策略門檻保障」（ strategic 

threshold insurance）拉攏色彩接近的友

黨共同在國會握有席次。 

最後，討論政黨協調失靈的衝

擊。Cox 從「非杜弗傑定律」的角度

驗證，發現較強勢（strong）的體系如

「單一選區相對多數制」，面對協調失

靈的敏感度，較寬鬆（permissive）的

體系如「比例代表制」為高。而且，

協調策略對優勢政黨的壓力相對為重

要，因為「協調成敗是影響已開發民

主國家優勢政黨存活的關鍵」。以過去

日本自民黨長期執政（1955-1993）的

事實為例，選舉階段的協調，突顯其

國會眾議員的生存，係透過計算精良

的機械式（machine-style）政治運作來

維持的（173-178）。 

又協調失靈是否影響政黨重組？

Cox 強調強勢體系不易發生政黨重

組，但也會因為協調失敗的壓力，迫

使體系改變；而在寬鬆的比例代表

制，小議題就可能讓體系產生重組的

動機。以英國政黨變迭為例，英國在

D. Lloyd George 任首相時，由於沒有

在適當的時機進行實質的協調，致黨

內（自由黨）部份溫和人士投奔保守

黨，而黨內較激進的人士則另組成工

黨，導致自由黨分裂沒落，工黨興起，

壯大後的工黨，自 1923 年執政，便與

保守黨形成對峙局面（261-264）。 

《計算選票》的價值 

Cox 的論述提醒與刺激學者，從

事選舉制度的研究時，肯定「杜弗傑

定律」的同時，也要去挑戰它，並且

要找對攻擊面。舉例而言，Cox 認知

到比較與挑戰必須站在相同的基準點

上，為此，他便採取與 Duverger 相同

之「district」層次的資料，作為分析單

元（units of analysis）；此外，Cox 處理

Duverger 沒有詳細處理之社會結構與

選舉制度的關聯，在跨國制度比較時

發現殊異性，並解釋此變數，進而引

發後續形式模型的建立。Cox 發展的

「非杜弗傑定律」模型，提出例外個

案在經驗論證的可行性，進而接納真

實政治現象的差異，在分歧中開闢更

具經驗意涵之理論模型，其著作堪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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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整合比較選舉制度與個體理性選擇

的重要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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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育和∕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真理的政治」一書所收錄的是傅柯對於康德知

名的「答『何謂啟蒙？』」一文的長篇評論，以及數

篇相關的論文，傅柯對康德的關注頗為有趣，在主

流的哲學系譜中，傅柯常與尼采或馬克思並列，但

傅柯本人並不諱言自康德受益之處，在被追問自己

為何選擇某些特定主題作研究時，傅柯自比康德，

如同康德在「答『何謂啟蒙？』」一文中所揭櫫的精

神：什麼是我們的實在性（actuality）？我們四周正

發生著什麼？什麼是我們的「當下」（present），傅柯

強調這是過去所忽略或不存在的問題意識，例如笛

卡兒的哲學體系1。在傅柯的解釋中，笛卡兒與康德

同樣都將「當下」（present）視為一個特定的歷史境

況，從而存在哲學反思的可能，但笛卡兒的焦點是

「在一個被設計為當下的構造中，為哲學決斷發現

動機」，在笛卡兒身上，我們無法發現諸如「我所隸

屬的當下實際上是什麼？」這種問題，傅柯認為，

康德回答了這個問題，「被迫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其

他人提出的另外的問題」2。 

 

在傅柯看來，康德對「當下」的反思，構成康德

從思辨哲學到實踐哲學，從純粹理性到實踐理性的

基本脈絡，傅柯認為康德的哲學體系本身包含了兩

種不同方向考量的質素，一個是「為啟蒙氣質，也

                                                 
1 Michael Foucault，The Politics of Truth，p.148. 
2 Michael Foucault，The Politics of Truth，pp.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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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揚棄』（Aufklärung）所召喚的

對認知的真誠勇氣」，另一個則是，此

一真誠勇氣所包含的「對於知識界限

的認知」，對康德來說，「自主性遠非

與服從對立」3。這樣的理解可說是傅

柯企圖超越自主與服從二元對立的嘗

試4，傅柯的疑問是對於界限的認知如

何從知識論上的思辨意義轉化為一種

實踐的態度，並且與啟蒙「敢於認知」

的真誠勇氣一致？ 

 

在「答『何謂啟蒙』？」一文，

此一影響深遠的文本中，康德將啟蒙

定義為「人之脫離自己所導致的未成

熟狀態」，此一未成熟狀態是「無法使

用自己知性的無能」5，康德相信，未

成熟狀態是「極為舒適」的，它代表

個體毋須為自身的一切大小事務操

煩，未成熟狀態最終彷彿家畜般被豢

養。而「成熟」對傅柯來說是一個主

體不斷追問自身界限的過程6。擺脫未

                                                 
                                                                  3 Michael Foucault，The Politics of Truth，

pp.35-6 
4 這同時構成康德政治思想的一個難題，也就

是啟蒙的自由精神與絕對的君王式主權秩序

兩者的結合，康德甚至視後者為前者的前提，

「只有一個自身已啟蒙且無懼幻象的統治

者，同時握有紀律嚴明且為數眾多的軍隊以能

保障公共安全時，才可能說出共和國所不敢說

出的話：儘可能爭論，一切你所喜歡的，但是

請服從」（Kant，1997：18），相關主題亦可參

見Stathis Kouvelakis,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From Kant to Marx, pp.9-43. 
5 Michael Foucault，The Politics of Truth，p.7. 
6 這是傅柯詮釋康德的基本立場，在早期對康

德《實用人類學》的詮釋中，傅柯以「經驗與

先驗」之間的緊張來論述這個立場，傅柯認

為，康德的《實用人類學》本身蘊含了描述性

的經驗論述與規範性的先驗論述，「在《人類

成熟狀態的關鍵，在康德看來，即是

「在各方面公開運用理性的自由」7，

傅柯將康德文中對現代性的反思所表

現出來的哲學氣質稱之為一種「界限

態度」（limit-attitude），康德將對知識

界限的反思全面擴展到生活一切層

面，即使細微如醫師對於膳食的規

定，傅柯則把此一「界限態度」轉向

某種肯定性的問題，「在一切加之於我

們，作為普遍的、必要的與義務的東

西之中，個殊的、偶然的與獨斷限制

的產物所佔據的地位是什麼？簡短地

說，重點是把處理必然界限的批判轉

化為一種「採取逾越（transgression）

可能的實踐批判」，傅柯相信這將導致

批判目的轉變，批判不再是尋求具普

遍價值的形式結構，而在於對那些「曾

經引領我們建構自身，將自身肯認為

所為、所思所言主體」歷史事件的考

察8。據此，傅柯對康德的系譜學與考

古學轉向，將啟蒙傳統中理性的形式

如何賦予與肯認的問題轉為一種對內

 
學》中，人既非自然人（homo natura），也非

純粹的自由主體，藉由他與世界的聯繫，所帶

來的是他被緊扣在經驗與先驗之間的接合」轉

引自Amy Allen, “Foucault and enlightenment: A 
critical reappraisal.” Constellations 10(2), 
p.184 ）。 傅 柯 認 為 康 德 修 改 了 「 表 徵 」

（representation）的知識型，將人在經驗層次

的有限性（finitude）視為知識的先驗基礎，「康

德更細緻的論證是雖然必須承認人類有限性

的不可超越，但它應該被重新定義為先驗的從

而正面地理解」，參見Beatrice Han, “Foucault 
and Heidegger on Kant and Finitude” in 
Foucault and Heidegger：Critical Encounter. 
p.128）。 
7 Michael Foucault，The Politics of Truth，p.10. 
8 Michael Foucault，The Politics of Truth，

pp.1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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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性原則的考察。 

 

提及規範的普遍性或一般性，傅

柯並非指「在超歷史連續性中的追溯」

與「探求它們的各種變貌」，傅柯認

為，我們必須掌握的是「我們對它（普

遍性規範）的理解程度，在其中運作

的權力形式以及我們置身其中建構出

某個特定歷史形象的經驗」，這一切都

必 須 「 藉 由 某 種 形 式 的 問 題 化

（problematization），它定義了客體、

行動規則以及與自身關係的模式」9，

也就是說，傅柯並不把普遍性視為規

範的基礎，對以普遍性為規範基礎所

「生產」的主體來說，「律法也許從未

作為一種個殊的規定」，規範的作用於

是成為一種抽象的形式，「在不考慮到

主體的自發意圖的情況下指出他們

（主體）的終點」，傅柯將啟蒙的問題

從普遍規範的證成轉為主體與（非普

遍性）規範之間的內在關係10，「過去

被指涉為『現在我是誰？』的問題被

改寫為『那麼我所從屬（belong）的當

下是什麼？』」11。傅柯認為康德重新

                                                 

                                                                  

9 Michael Foucault，The Politics of Truth，p.131. 
10 康德對於啟蒙意義的反思，在傅柯看來，或

許即是此一內在地思考自我與規範的嘗試。傅

柯並不在意康德是否完成了他自己所構想的

理性的論證與限制，傅柯認為康德這篇文章卓

見之處在於「以哲學家的身份，他首次瞭解到

自己的思想來自於他所屬的歷史情境，同時也

是 對 回 應 此 一 情 境 的 嘗 試 」， 參 見 Hubert 
Dreyfus ＆ Paul Rabinow, “What is maturity？

Habermas and Foucault 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 ” in Foucault ： A Critical 
Reader. p.111. 
11 Machery認為，任何一個個體之所以是「個

殊的」（singular），並非因為其笛卡兒式孤立

引進了「倫理」，康德式自我所處理的

不是普偏規範本身，它「必須認知到

我是作為一個普遍主體，也就是，我

必須在我的各個行動中藉由恪遵普遍

法則將自己建構為普遍主體」，這重新

詮釋了「我如何將自己建構為倫理的

主體」此一古老的問題，因此，康德

式的自我「不是既定的，而是在與自

身作為主體的關係中建構的」，康德式

的普遍主體，也許是知識的主體，但

它更要求一種倫理態度12。 

 

因此，康德「何謂啟蒙」的文本，

不同於主流的啟蒙主義詮釋，它無關

乎起源或者是完結，所追問的不是啟

蒙主體的具體內涵，而是以「相對鬆

散，旁敲側擊的方式」將「目的論的

內在性」問題提升至歷史的過程本身

13。對傅柯來說，康德式的哲學追問「問

題化自身的論述事實性（discursive 

actuality）」，它質疑現實性，其意義、

價值與哲學個殊性，都必須重新被表

達，以發現自己存在的理由與言說的

根基，因此問題不再是「我如何隸屬

於一個教條或傳統」，也不僅是「從屬

於一個一般意義上更大的人類社群」

 
的存有，或者僅限於與自身關係的反思，傅柯

所詮釋的康德認為個殊性「只有在比對那些其

所主體所從屬並被約束的背景時方見突出，這

些背景包括其他與之溝通的主體，以及那些建

構他的全面過程」，參見Pierre Macherey, 
“Toward a natural history.” In Michael 
Foucault：Philosopher, p.181. 
12 Michael Foucault. ”On the genealogy of 
ethics：An overview of work in progress.” in The 
Foucault Reader, p.372. 
13 Michael Foucault，The Politics of Truth，p.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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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類的普遍性問題，而是從屬於特定

之『我們』的問題，「一個關於『我們』

自身現實性所特有的文化整體14」。 

 

傅柯所著迷的是康德所發散出的

「啟蒙」氣味，這個啟蒙態度，與傅

柯對「批判」（critique）的定義極為相

近，傅柯將批判的問題與「統治術」

（governmentality）發展扣連，使得「啟

蒙」或「批判」，在這個歷史脈絡下更

為具體。傅柯指出，基督教牧師或教

會，發展了統治術的模型，成為現代

性的生命政治模式，而批判與統治術

之關連在於「圍繞在統治的方式與追

問統治模式的焦慮中，我們得以辨識

出一個永恆的問題，或許是如此說

的：如何能不被像這樣地統治」，這是

抗衡從 15 世紀起開始勃興的統治術，

一種「基本上不信任」的態度，傅柯

接著提出批判的定義：不被如此這般

地統治的技藝15。假如統治術是在一個

社會實踐的現實中借助以真理為名的

權力機制來使主體服從的運動，那麼

批判就是主體賦予自身這樣一種權

力，「質疑真理的權力效應；質疑權力

的真理效應」，批判是一種「自發的不

服從」與「深思的難以駕馭」的技藝，

批判「或許實質上保證了在『真理的

政治』的脈絡下，主體的不服從16」。 

 

                                                 
14 Michael Foucault，The Politics of Truth，p.86. 
15 Michael Foucault，The Politics of Truth，

pp.28-9. 
16 Michael Foucault，The Politics of Truth，p.32. 

與鄂蘭相同，傅柯小心地不讓康

德的道德學說淪為無條件的服從，傅

柯所採取的途徑是重新解釋康德道德

學說中「主體性」的意涵，這主要有

幾個面向的關懷：第一，主體性的現

代性規訓機制如何顛覆了古典的主體

性思維？第二，在這個過程中，現代

性思想家（在傅柯看來即是笛卡兒與

康德）的知識論論述如何促成了此一

主體性思維的轉變？第三，康德的知

識論論述與歷史哲學是否提供了某些

顛覆性的質素以重新解釋現代性的主

體性？這即是傅柯此一「真理的政治」

小書的最重要關懷。 

 
 

26 政治科學季評   2008年3月   第十七期



 

 

 
書名：Players in the Public Policy
Process: Nonprofits as Social 
Capital and Agents 
著者：Herrington J. Bryce 
出版者：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地：New York 
出版日期：April, 2005 
頁數：288 pages 
ISBN：1403968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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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ers in the Public 
P o l i c y  P r o c e s s 

 
 
 
 
 

洪健庭∕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在當代組織經濟學理論中，非營利組織一般被視

為是政府與市場的安全網，可以補足兩者無法提供給

社會大眾的特定財貨與服務。非營利部門因此在傳統

上被認定為「第三支柱」，可以與政府與市場部門共

同支撐起自由民主政體所需的社會基礎。換言之，非

營利組織或非政府組織在當代社會所扮演的角色與

功能愈顯重要。從書名可知，本書作者 Herrington J. 

Bryce強調了非營利組織在公共政策所實際發揮的定

位與效能，他認為非營利組織代表著社會大眾的慈善

資產，透過「特殊社會契約」的形式，代表著一般人

民在政策領域與社會福利環境中進行多層次的互

動。所謂「特殊社會契約」有別於過去一般對於社會

契約的理解，傳統社會契約論源自於法國盧梭的政治

思想，主要精神在於政府的主權源自於人民的認可。

一個完美的社會運作有賴於人民透過討論來產生公

共意志，但政治權威在人類自然狀態下並不存在，故

而需要一個社會契約，來確保人民讓渡主權給政府來

代為行使。但特殊社會契約則意指，人民積極透過結

社能力自發地組成社團以行使主權，主動發揮影響力

而使政府施政更為貼進人民的實際需求。 

 

在研究途徑的切入點，作者選擇以資訊不對稱

觀點的「委託人－代理人理論」（principal-agent 

theory）作進一步發展，提出了非營利組織其實是屬

於人民的社會資產，長期來說就是人民對於社群的

正向心理與經濟投資。換句話說，非營利組織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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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公共代理人（public agent），而

人民就是本書命題中所指的委託人

（principal），人民委託非營利組織行

使並達成公共目標。Bryce 在書中的主

要論證是：非營利組織就是，而且應

該是，政策過程之中的主要行為者，

而且比起營利為主的公司或企業，更

能實踐社會公益。透過凸顯人民與非

營利組織簽訂的特殊契約及績效成

果，來描述非營利組織樂於將服務資

訊公開的比較競爭利益，是全書的論

證核心。 

 

Bryce 稱上述的競爭利益叫做「信

任因子」（factors of confidence），來說

明這些因子如何使政府在選擇簽約對

象時，更願意選擇非營利組織而不是

營利性企業，以克服資訊不對稱帶來

的負面效應，因為這些信任因子實質

上降低了政策執行的不確定性並提升

了資訊公開的可及性。首先，作者在

論述公私夥伴關係時，交代了美國非

營利組織當前發展的時空背景。他認

為美國非營利部門當前的重要討論議

題有三點，第一是非營利組織的經營

績效評估及其接受政府補助的高低程

度、其次是國會立法管制非營利組織

的自律與他律之辯證、最後是營利企

業與非營利組織競逐社會服務的品質

與標準（p.xii）。易言之，為何政府越

來越偏好以非營利組織來提供公共服

務？為何不是選擇與營利組織合作？

由非營利組織來提供服務或財貨，對

於傳統的公共政策又造成什麼影響？

這是作者嘗試去回答的問題。其次，

作者描述這些信任因子有五種類別如

下：（pp.102~103） 

 

1. 非營利組織與政府都具有某種公

共實體的共同特徵。他們均代表人

民來提供某些特定財貨或服務，這

些 為 了 人 民 而 分 享 的 激 勵

（motivation）因子，奠定了人民對

於兩者的信任感，這種肯定的心理

使得人民比較不會願意選擇企業

來實踐公共目標。 

2. 非營利組織由使命（mission）來驅

動相關的組織行為。組織使命本身

就是一段法律上所允許的正當且

合理的目標陳述，而這些陳述跟營

利組織有根本上的差異存在。因

此，使命因子又加強了人民對於非

營利組織的信賴程度。 

3. 非營利組織的在地性格，如同社區

的發聲代言人。所謂在地性格，意

指非營利組織的某種槓桿作用

（leverage effect），這些組織的創辦

人或發起人多半與地方的社區網

絡、志工、熱心人士有所聯繫，而

這些在地人士的特點之一即為利

他性格較為強烈，比較願意為他人

挺身而出。這些「博感情、講義氣」

的人際情感與財務支持，使得非營

利組織比較容易有充沛的人力資

源庫，來跟政府簽約洽談合作事

宜，而政府也會意識到，只要一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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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利組織合作，就可以吸引更多

的有志人士加入，產生槓桿作用。 

4. 非營利組織所產生的「善意」

（goodwill），在管理層面與行銷層

面都產生長遠影響。在管理上，一

個經營良善的非營利組織可能具

有中度規模的組織與人事結構、穩

健的財務基礎、不同地區的服務據

點、現成的捐贈者名單，這些好處

都可以吸引政府簽約後的外溢效

果，而且是正面且長遠的影響。也

就是說，政府合作的單一對象背後

有著隱藏且深層的非營利網絡，而

這是最初始契約所無法列入的服

務績效成果。在行銷上，非營利組

織出自善意的推銷手法，反而使政

府的參與及合作有了決策的正當

性，人們願意相信非營利組織的品

牌，並且選擇投入與其品牌相關的

慈善活動。 

5. 非營利組織有所謂的「認知性社會

資本」（cognitive social capital）。只

要與非營利組織合作，社會大眾就

有信心可以降低活動過程中的內

在交易成本，以及簽約成本。因為

這些組織們的共同特徵是，均認知

到非營利活動本身需要有高度的

自律性，才可以提昇人民的信任

感。 

 

作者基本上就在回顧上述五項信

任因子的要素，是否得到實證資料的

支持來展開論述。全書共列舉了六項

公共政策的過程面向，透過美國住屋

服務組織與社區醫院等個案來逐一分

析非營利組織的社區參與內容，這六

項面向分別是：政策制定者的選定、

政策形成的發動、政策執行的產出、

政策監控與評估、政策實驗與創新、

以及政策更新的變遷。在政策制定者

的選定面向，非營利組織強調支薪與

不支薪工作者兩者對於社會的共同貢

獻，以及集結而成的人力與財務資

源：政策形成的發動面向，作者則特

別強調非營利組織遊說立法的功能；

政策執行的產出面向，則指非營利組

織代替政府提供某些財貨與服務；政

策監控與評估面向，強調非營利組織

可以幫人民提升政府行政資訊的公開

程度，前四個面向屬於傳統公共政策

過程論探討的議題。而在第五點的政

策實驗與創新面向，則說明非營利組

織彌補了政府只能為多數選民利益著

想的不足，特別關懷弱勢族群的發言

權與生存空間；以及第六點政策更新

的變遷面向，則訴諸當前公共政策的

缺失，謀求未來適當時機的介入，此

兩點為作者思考專屬於非營利組織的

政策利基。 

 

Bryce 的早期著作還停留在非營

利組織內部的財務與策略管理，也比

較屬於傳統上企業管理系所關懷的研

究焦點，不過本書嘗試拉高至理論與

實務的對話，納入了社會資本論與委

託人－代理人理論的架構來提出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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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利組織對外與公共政策之間的連

結。簡言之，正是當非營利組織體認

到本身具有代表社會公信力的地位，

才能正當地接收捐贈者給予的資產與

人力，來代替委託人作出適當的決策

與回饋社會，以符公共代理人的形象

與品牌。對此，作者在本書末章提出

了 自 我 管 制 組 織 （ Self-Regulator 

Organization, SRO）的概念，鼓勵非營

利組織要有高度自律的意識與具體作

法進行自我要求：包括了作出與營利

組織不同的市場區隔與理念訴求、及

早建立組織的聲譽品牌與績效內控機

制、確立服務對象的需求與想法以作

出策略回應等，才能確實贏得人民的

信任與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全書第六

章與第七章所引用的個案與數據，雖

然均來自美國本土經驗性研究，不過

他的研究心得並不以此為滿，希望未

來非營利組織研究的概念，不應侷限

在美國稅法 501(c)條第 3 項只有傳統

上認定的慈善及教育組織定義之中，

而應把更多公民性團體、勞工組織、

行業協會、專業性組織納入，並參酌

不同國家的法律規定做綜合探討，此

點值得各國學術研究者做後續的討論

與探索。尤其在國際組織的層次，思

考非政府組織對於政策發展與啟動的

意義，將有助於突破單一國界的思考

框架。綜觀全書的貢獻，在於點出了

非營利組織在公共政策中扮演著平衡

資訊落差的角色，畢竟人民選擇相信

這些以公益慈善、不以獲益為主的私

人組織，同樣可以扮演政策的發動者

與執行者，根除政府機構因為規模過

大、官樣文章而無法彈性反應社會問

題的弊病。然而，如何從為數眾多的

非營利組織選擇高品質的服務水準來

提供公共財貨，始終是決策者的關鍵

議題，單從少數表現良好的個案作出

結論，較難推斷大多數財務永續性難

以為繼的非營利組織，同樣可以扮演

好社會公益的角色與功能，這是作者

在未來後續研究必須謹慎推論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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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下 體 系

 
 
 
 
 
 

郭銘傑∕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天下」是一個近來廣受台灣知識界討論的概

念。劉青峰、金觀濤(2006)曾從思想史的角度撰文主

張，中、日、韓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的各異「天下觀」，

是甲午戰爭爆發的思想根源。為反省並批判二十世

紀中國歷史寫作中帶有「自國中心」的民族主義史

觀，甘懷真(2007)也認為，值得以「天下」與「中國」

作為關鍵詞來從事嚴肅研究，以重新思考中國歷

史。然而，對岸的大陸知識界，早已有從政治哲學

角度闡釋「天下」思想的作品。此即：趙汀陽(2005)
的《天下體系─世界制度哲學導論》。 
 

《天下體系》這本書由導論、上篇與下篇所組

成。在導論的部份，趙汀陽先行論證：對「天下」

的討論是必要的「基本思想問題又是宏觀戰略問題」

(p.7)。他希望藉由「天下」這個源於中國的本土概念，

對百年來中國知識份子慣於複製「舶來觀念」從負

面「檢討中國」的自我批評，重新給予正面的哲學

反省。趙汀陽稱此為「重思中國」；其意義在「試圖

恢復中國自己的思想能力，讓中國重新開始思想，

重新建立自己的思想框架和基本觀念，重新創造自

己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方法論，重新思考自身與世

界，也就是去思考中國的前途、未來理念以及在世

界中的作用與責任。」(p.7)在上篇與下篇中，趙汀陽

緊接著以中國政治哲學中的「天下」為思想資源「重

思世界」，而提出了本書的核心論證：唯有在形上學

上將世界視為一個具有理想的整體─「天下」，才有

可能在理論與實踐上創造一個超越民族國家的思維

方式與世界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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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天下」，對趙汀揚來說，

不僅是一個地理概念以指涉「天底下

所有土地」，也不只是「所有土地上生

活所有人的心思，即民心」，「最重要

的是它的倫理學/政治學意義，它指向

一種世界一家的理想或烏托邦(所謂四

海一家)……並且試圖追求某中『世界

制度』以及由世界制度所保證的『世

界政府』」(pp.41-42)據此，趙汀陽認

為，「天下」也就構成一種世界觀，即

「世界被理解成物理世界(大地)、心理

世界(人民的共通心意)和政治世界(世
界制度)的統一體。在這樣一個三重世

界統一體中，任何一個因素都是其他

因素的必要條件，無論缺少哪一個因

素都不可以說有了一個完整意義的世

界。」(p.125)因此，按趙汀陽的設想，

「天下」也就創造了一種「世界尺

度」，即「從世界去看世界」(p.126)或
「以世界衡量世界」(p.47)而體現了老

子在《道德經》中「以天下觀天下」

的道理。 
 

趙汀陽進一步推論，要「以天下

觀天下」，「無外」與「禮不往教」是

不可或缺的兩個先驗原則。其中，「無

外」可溯及《詩經》「溥天之下，莫非

王土」的說法。趙汀陽解釋道，「無外」

是說，「對於天下，所有地方都是內

部，所有地方之間的關係都以遠近親

疏來界定。這樣一種關係界定模式保

證了世界的先驗完整性，同時又保證

了歷史性的多樣性。」(p.51)因此，「無

外」「已經排除了把世界作為分裂性理

解的異端模式和民族主義模式。」(p.52)
同時，這也「不難理解為什麼中國帝

國不像其他帝國一樣沒有明確的地理

邊界，而且沒有文化邊界。」(p.59)其

次，「禮不往教」則可來自《禮記》中

「禮，聞取於人，不聞取人；禮，聞

來學，不聞往教」的古訓。趙汀陽認

為，「禮不往教」是一種透過「以身作

則」，使以家庭為核心拓展開來的人際

往來，能在經濟上以及心靈上達至互

惠和諧的倫理關係(pp.80-84)。正如趙

汀陽所說，「天下的完整性是依靠內在

的多樣性和和諧來維持的」(p.75)。因

此，「無外」與「禮不往教」正分別為

「天下」的無所不包的「多樣性」與

心物契合的「和諧」提供了根本的形

上學基礎。 
 

然而，當前有關世界的大多數思

考，顯然不是「以天下觀天下」。趙汀

陽注意到，無論是全球化時代的「帝

國」論述(pp. 101-105; pp. 157-158)還是

「聯合國」的制度設計(pp. 84-90; pp. 
151-155)，都仍然「以民族國家為思考

單位」(p.94)或說是「基於國家尺度的

視界」。這對以政治學為專業的學生來

說，自然是再熟悉不過的。 
 

畢竟，民族國家在人類歷史上有

深厚的思想基礎。趙汀陽也就不得不

承認，上至柏拉圖到晚近的福山，「西

方政治哲學 (以當代政治哲學為準 )
中…國家(民族/國家)已經被看作是最

大的政治單位了」，而根本「沒有『天

下』這一政治級別」(p.17)。是故，趙

汀陽說，「我們所謂的『世界』現在還

是一個非世界(non-world)。…這既是因

為它一直持續著的霍布斯狀態(按照希

臘哲學的概念，類似於還沒有被組織

成 kosmos 的 chaos)，也是因為它現在

還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世界制度，

因此也就沒有被組織起來形成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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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0)。此外，順著英國學派代表人物

Martin Wight 認為國際關係根本沒有

「國際理論」(international theory)，而

只有關心國家內政之政治哲學的著名

論斷，趙汀陽嚴厲地批判：「西方政治

哲學從根上就錯了」(p.22)。其結果是，

沒有「天下」觀的「『世界』一直是個

空洞的詞語而非一個事實」(p.111)，而

「我們所面臨的真正嚴重問題並不是

在世界中存在著所謂的『無效國家』

(failed state)，而是一個『無效世界』

(failed word)」(p.112)。 
 

至此，在趙汀陽看來，「天下」就

成為當下這個「非世界」要告別霍布

斯狀態，消解各種對立(包括自我與他

人、信徒與異教徒，以及東方與西方)
時，不得不用以「重思世界」的替代

性政治哲學概念。 
 

此外，「天下」，對趙汀陽來說，

也是「重思中國」的思想資源。其道

理在於，一旦「西方思想可以思考衝

突，但只有中國思想才能夠思考和

諧。這樣我們就發現了在邏輯上存在

著完全不同的世界觀」(p.15)。由於「天

下」「無法在西方思想的框架中被表

述」，而需要「在新的框架中表述出來

並且發展成新的理論」(p.15)，藉此，

中國知識份子就能從「天下」來「創

造一種新的世界觀和一種新的政治分

析框架」(p.16)，以超越西方政治哲學

中民族國家的思維方式與制度設計，

而「重思中國」。 
 

趙汀陽的《天下體系》，對於中國

與西洋政治哲學之間的會通，毋寧具

有示範與啟發的作用。長久以來，諸

如《道德經》、《詩經》、《禮記》等中

國政治哲學的典籍就鮮少，或根本幾

乎不曾，與西洋政治哲學思想產生過

有意義的知識性對話。因此，就未來

開展中國與西洋政治哲學彼此會通的

研究議程來說，我認為《天下體系》

起碼是一個讓中國與西洋政治哲學會

通的好開始。 
 

更重要的是，趙汀陽的《天下體

系》為中國領導人設想了一個自九零

年代以來所面對的一個難題，即：崛

起中的中國該如何定位自己與世界的

關係？正如他寫道，「很久以來，中國

問題已經不成為世界問題，而今天的

中國問題開始重新成為世界問題，這

就是現在思想的一個最重要背景。」

(p.1)雖然趙汀陽沒有明言，中國相對於

世界成為問題的思想源頭，但其實就

是包括領導人在內的中國知識份子，

依靠西洋的政治哲學以民族國家構成

無政府世界的形上學假設來認識世

界。例如，稍早之前，中國知識界曾

缪力發展「中國和平崛起」的論述還

回應九○年代開始流行的各種「中國威

脅論」。然而，確如趙汀陽所說，「無

論是『威脅』還是『崛起』都提錯問

題」(p.3)。首先，既然不贊同「中國威

脅論」，為什麼總要先接受「中國威脅

論」，再以「中國和平崛起」給予駁斥？

其次，「中國和平崛起」的說法，終究

無法回避以國際無政府狀態來認識世

界時，如何徹底消解國家彼此互動的

不確定性？ 
 

因此，藉著從「天下」提出另一

種超越民族國家的世界觀，《天下體

系》無疑為中國領導人關於中國要「

政治科學季評   2008年3月   第十七期 33



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以及十七大報

告中「和諧世界」的說法，提供了有

用的哲學基礎來回應中國定位自己與

世界關係的問題。正如趙汀陽說，「中

國要思考整個世界的問題，要對世界

負責任，就能對世界無話可說，就必

須能夠給出關於世界的思想，中國的

世界觀就成了首當其中的問題。」

(p.2)。 
 

但是，試圖在中國領導人的位置

上為中國定位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時，

趙汀陽所闡述的「天下」，最終只能是

屬於中國政府的「天下」，而不能是世

界的「天下」。道理在於，這個「天下」

著眼的，其實是中國政府的問題，而

不是世界的問題。因此，趙汀陽也就

沒有以他自己所提議的「以天下觀天

下」作為後設理論，在《天下體系》

中來闡述「天下」，而仍然落入民族國

家的思維框架中。這或許是《天下體

系》在論證上最大的邏輯缺陷。 
 

準此，我們可以推論，要「以天

下觀天下」來思考「天下」，最起碼條

件有二：第一、搞清楚「中國」在究

竟意謂著什麼？第二、包括趙汀陽在

內的中國知識份子能自覺地消解作為

國家認同意義的「中國」。我認為這才

是真正的「天下」。否則，「天下」其

實更像歷史學家所研究的，早已隨著

列強長驅直大清，而在歷史上消失。

可以說，即便在《天下體系》問世後，

不只在政治現實上，甚至在文化論述

上，我們依然還是沒有趙汀陽所說的

「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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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球 化 迷 思

 
 
 
 
 

李怡臻∕中正大學政治學系 

本次書評所介紹之《全球化迷思》一書係 1996
年”Globalization in Question”之中譯本，由 Hirst 和
Thompson 兩位著名的全球化懷疑論者合寫之，為懷

疑派之重要著作，該書並於 2002 年在台發行中譯

本，是為《全球化迷思》。 
 

 針對國際經濟全球化的現象，本書寫作目的在

於破除當代對於經濟全球化的誤解和迷思，以及國

際經濟治理的必要性；因此，書末也針對現今經濟

活動的國際化提出管制之道。就架構而言，本書確

實可作為破立兼備的範本。 
 

在章節安排部份，基本上作者以「國家行為者

仍為重要角色」為主軸，一方面破解新自由主義論

者的說法，另方面逐步建立其對國際經濟治理的想

像，因此各章節可說環環相扣。全書共九章：在第

一章中，作者指明辯證的對象為新自由主義學派，

並提出兩個分別代表「國際化」和「全球化」的國

際經濟模型，用以反駁新自由主義論者之缺失1。首

先，該學派影響當今世界經濟決策者甚深，然而其

未經檢證即輕易地假設全球化已是既成之事實；因

此，作者以兩個模型相對比，指出該學派立論的缺

失，並說明將於後續章節提出經驗證據來破除該學

派對經濟全球化的假設，進而瓦解依此建立的論述

                                                 
1 一般對於全球化現象的認識主要有三大派別：超全球主義論

派、懷疑派和過渡於兩者之間的轉型派。本書的「國際化」模

型即作者所屬的懷疑派，而「全球化」模型則代表超全球主義

論者的觀點。在經濟的層面上，超全球主義論下的新自由主義

學派主張，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中，跨國性的世界性組織將會

取代國家政府的功能，連帶影響國家的社會福利政策，進而限

縮成為全球市場下的一個經濟單位，此與懷疑論者認為「國家

仍扮演重要行為者」的立場大相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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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透過這兩個模型的對比，作

者也得以指出該學派無力落實國際經

濟管理的困境，以此反駁新自由主義

全球化的運作觀點，繼而凸顯建立國

際經濟管理體制的必要性。第二章到

第五章主要在於以指標及經驗證據檢

驗全球化的程度2，以破解新自由主義

者的全球化迷思，同時，兼在第三章

和第五章強調國家政策的角色功能，

為之後第六章到第九章「建立國際管

理機制」而鋪路。第六章到第八章提

及各治理層次間協調的重要性，並以

歐盟經驗為例，說明未來朝向區域化

和國際化發展的可能，最後在第九章

具體提出一套新的觀念和新的治理模

型作為國際經濟治理的藍圖，此即整

體章節的安排。 
 

作者對於國際經濟治理的構想呈

現於第九張。第九章了回顧主權國家

的意涵、超全球化論者的政治觀和民

族國家的權能，進而而導出對治理的

構想。首先，治理的五種層次分別是：

(1)透過主要政治實體間的協議來治理

(G3)；(2)由許多國家共同創立針對特

定 議 題 而 成 立 的 國 際 管 制 機 構

(WTO)；(3)以貿易和投資集團治理大

型經濟區(NAFTA, EU)； (4)國家政策

級的治理可平衡利益團體間的競爭、

提供重要投資；(5)地區性政策治理可

協調區內大小公司作彈性即時的調

整。其次，在合作的形式方面，作者

也提示這些合作因各國利益衝突的關

                                                 

                                                

2 用於驗證的指標包括了公司型態、對外貿易

程度、FDI流量、移民趨勢、區域主義、國際

貨幣及匯率體系、證券市場、外資和負債的比

重、家庭持有的外國資產佔家庭持有之全部金

融資產比，這些指標的變動得以說明國家政策

的重要性。 

係將會是最低限度的修正式多邊合作
3，短期內由三強主導，至 2020 待中

印等大國發展完備後，可能會出現多

中心的新型態。其三，提倡新的主權

觀念和世界公民的概念，有利於達到

具有正當性的國際治理。最後，在對

國際治理的想像方面，大致可歸納如

下：在國際治理機制中，主權變得可

讓渡和切割，國家的向上授權係透過

國家間的協定，創訂或服從國際治理

型式，向下授權係透過國家憲法命令

在領地之內貫徹國家權力和權威；國

際治理為一代議制度(這也是國際治理

中最高程度的民主)，若民主國家的人

民對國家有影響力，則國家可進而影

響國際政策，目前有許多非政府組織

已具備一定的規模代替政府更迅速且

徹底的推行理念和具體行動，並向世

界各地的民間社會傳遞訊息以激起各

國人民對重大議題的關切，而且NGO
的規模和數量都在不斷擴大中，此即

作者理想中的世界公民社會。 
 
 整體來說，本書寫作邏輯嚴謹，

輔以經驗數據的支持，使讀者得以逐

漸拼湊出全球化現象的全貌，因此對

甫接觸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生來說，

筆者認為本書可提供初學者一些基礎

認知。尤其，若仔細研讀作者對於各

項指標的研究方式，以及構思解決之

道的邏輯，則未來寫作時相關議題

時，應能更有系統的針對全球化論述

提出針貶，進而對現今的國際經濟型

態有更深且全面的體認。然而在閱讀

本書之前，筆者認為本書有幾項值得

 
3 以目前的狀況來說，歐盟國際政策間的協調

以貨幣整合較具成果，更進一步的政治、社

會、文化等層面的整合至今仍遭遇許多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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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的特點。 
 
 本書寫於 1996 年，雖然目前的國

際經濟情勢已不可同日而語，但在當

時眾多學者對經濟全球化一片樂觀的

期待下，兩位懷疑派的學者卻能夠率

先挑戰這些新自由主義學者的理論缺

失，並成為後來批判新自由主義全球

化觀點的重要依據，確實使本書具有

其重要性。作者在第一章即表明，只

要能夠破解經濟全球化的迷思，則諸

多從文化或政治範疇引證出的後果也

將不攻自破。因此，本書從國家中心

論的立場出發，強調新古典經濟學者

刻意忽略(或負面描述)的政策功能，並

以此批判新自由主義者對自由市場經

濟過份樂觀的期待，指陳國家若未加

以管制可能造成的難題，頗有向傳統

理論挑戰的意味。 
 

除了反駁新自由主義之外，作者

也積極的構思全球經濟管制的藍圖，

這是筆者認為本書中另一個具有價值

的部份。本書前半部透過經濟活動的

數據來還原國際經濟運作的區域性特

質和國家管制的必要性，後半部則再

次強調「以國家治理為主」的全球經

濟活動，來說明國與國之間如何在國

內和國際層次上協調，並在第九章歸

納出全球治理的構想，此充份展現了

作者在觀察出問題後意欲改善現況的

企圖。然而，針對作者的提議，筆者

認為仍有幾點執行上的困難。 
 
首先從利益的角度觀察合作的可

能性。(1)本書在推論時排除了各國本

身的野心，假定在所有國家都願意配

合且利益均霑的情況下，這些體制得

以發揮功效，然而事實發展是否如預

想，未來可能與美國抗衡的中、印、

俄國是否較現今強國溫和而傾向合

作，尚待未來發展加以驗證。(2) 書中

所提之國際經濟治理體系或許在目前

得以有效治理，但作者也預言未來可

能出現多中心型態，到時是否仍能有

效協調並傾向合作，將是該體系的不

確定因素之一，吾人不可忽視該體系

因利益無法協調而分崩離析的潛在危

機。 
其次從制度的維繫能力觀之，作

者並未在傳統的霸權穩定論上有太多

著墨，而以區域三強國家替代之，對

筆者而言乃頗新穎之洞見。作者認

為，世人難以判斷經濟史上出現的霸

權是否為特定時代的產物，依靠霸權

來穩定經濟的想法必須慎重考慮之，

而不應將(可能是)偶發性的假設賦予

結構的重要性4。基本上筆者同意作者

的想法，霸權的壽命並沒有一定的規

律，霸權穩定論本身也不能說是一個

完整的理論，從現實狀況判斷由三強

共同維持該體系可說是務實的作法，

可避免美國經濟霸權衰微後一時群龍

無首的疑慮，因此 90 年之後應盡快建

立新的國際經濟體系。但問題就此出

現：(1)應由誰主導一開始的建設工

作？12 年前公認的經濟霸權是美國，

但無論是美國、歐洲或日本，均未見

任何一者有意主導，不知是否因當時

主宰國際經濟者多為新自由主義者之

故。立足 2008 年，作者構想的經濟體

系仍未建立，美國卻屢屢出現經濟危

機，加以中、印等新經濟體崛起，作

者的構想似乎已錯過時機，吾人不得

不懷疑霸權運作的效果。(2)若國際經

                                                 
4 頁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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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由三強主導，就霸權穩定論者而言

有其權責不清之慮，即便由三強共商

經濟發展方向，但最終仍可能由美國

主導。但不論是三強或霸權美國，體

制的維繫可能都過於勉強。 
 
其三，從各國接受多元價值的意

願切入，各國不一定會接受該體系的

價值。吾人必須認知到歐盟至今仍未

全面統合的現實，即便作者在第九章

強調新的主權觀念和世界公民社會的

角色，卻無法避免其過度樂觀及從西

方國家看待多元價值的立場。雖然作

者強調的是全球經濟治理，也跳脫傳

統窠臼不再堅持主權國家的神聖性，

但仍隱含對於經貿議題之外(如環保、

人權和氣候暖化)的期待。以目前整合

腳步最快且文化同質性最高的歐盟而

言，最成功之處仍停留在貿易整合，

至於更進一步的政治和社會整合則隨

著會員國的增加而出現許多分歧，成

為歐盟整合五十年來最大的障礙。同

樣的情況也可見於 WTO 的談判僵

局，各國面對國內社運團體的壓力，

要求將非經貿議題簽入協定中，使談

判內容越漸複雜廣泛而陷入僵局。然

而，歐盟作為多層次治理的先驅，未

來的動向仍值得繼續觀察。 
 
從反駁自由主義者的立場，到對

未來國際經濟治理體制的想像，本書

中都有一系列的討論。到目前為止，

各國對於國際經濟治理的討論仍然持

續進行中，對於因新自由主義政策而

產生的諸多不義也越來越受到重視。

也因此，作者能夠在 12 年前就洞悉經

濟全球化的問題，足見本書在這兩大

議題上具備的洞察力，值得讀者一探

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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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浩廷∕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生 

本書取名為「政策弔詭」，副標並名為「政治決

策的藝術（art）」，充分體現作者 Deborah Stone 教授

想要在書中表達的訊息：「政治生活中，處處充滿了

弔詭的情況，而這種弔詭的矛盾卻又共存。」所以

如何因應任何政治情境來做成一個政治決策，這絕

對是一門藝術。 

導言 

Stone教授表示，政治學、公共行政、法律及政

策分析等學術領域具有一個共同使命—希望能將公

共政策從政治之不理性和不名譽中拯救出來，因此

用一個較為理性、分析、科學的方法制定政策，Stone
教授稱之為「理性計畫」（the rationality project）。1 但
Stone教授卻認為所謂的「理性計畫」並未能抓到政

治的要領，更甚者，似乎是一個不可能實現的「夢」，

因為理性計畫意圖凌駕於現實的政治之上，能夠使

我們判斷善惡。然而，理性分析的思想範疇卻是自

現實的政治鬥爭中所界定的，其本身就是一種「弔

詭」，亦即可以具有多重意義。故在此情況之下的「分

析」就是一個政治產物，旨在模糊和弔詭，使分析

結果得以符合其特定的方向。如上所述，「證明理性

計畫的主要錯誤觀念」是本書的宗旨之一，而另一

個宗旨則是希望能夠創造出一個政治分析架構，來

理解政策弔詭。 

過去理性計畫背後的社會模型是「市場」的概

念，作者為了有別於此，建構了一個將社會視為「政

                                                 
1 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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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社群」（political community）的模

型，為本書提供了一個分析的角度，

即「城邦」vs.「市場」的概念，亦或

是「政治」vs.「效率」的觀點。 

本書主要結構 

本書結構共分為四篇：「政治」、

「目標」、「問題」、「答案」。 

第一篇「政治」僅一章，以「市

場與城邦」為題，主要在介紹「城邦」

與「市場」模型概念的不同，從「城

邦」與「市場」的不同角度來看社會。

首先，雙方有不同的分析單元，「市場」

的分析單元是「個人」，而「城邦」的

分析單元是「社群」。是故，模型背後

的「動機」也截然不同，「市場」是以

自我利益為出發點，而「城邦」則是

公共利益為主。此外，兩個模型中的

主要衝突亦不相同。在「市場」模型

裡，自我利益與自我利益間相互衝

突，而「城邦」模型卻是自我利益與

公共利益相衝突。 

第二篇「目標」，共分有四章：「公

平」、「效率」、「安全」以及「自由」，
2 加上「社群」即為「目標」的五個

概念。作者表示：公共政策在政治運

作之下，不同的政客就會依著其本身

的立場與理念，界分並運用這些概念

來作為他的政策「目的」，並且每一個

概念之下又可假其名、提出數個言之

成理但互相矛盾的主張。3

第三篇「問題」，共分有五章：「符

號」、「數字」、「原因」、「利益」以及

                                                 
2 本書第二章至第五章。 
3 頁 74。 

「決策」，4 這篇的每一章都是在討論

一種界定及描繪政策問題的語言，因

為沒有一種問題的定義方法是放諸四

海皆準、科學或是客觀的。所有的問

題都是在政治中界定的，而且政治行

為者會運用數種不同的方法或語言來

給問題下定義。所以我們如果能從多

重的觀點來看這些問題，便可以對問

題的理解更全面，並能看清任何定義

所推銷的價值與利益。 
 
本書的第四篇，標題名為「答

案」，共分有五章：「誘因」、「規則」、

「事實」、「權利」以及「權力」。5 本
書行文至此，作者所要表達的就是一

個完整政策過程，這可以參照以下的

流程圖： 

解決結果問題
工具
⎯⎯ →⎯  

首先，「問題」就是本書第三篇的主

題，政治社群各方利用「符號象徵」、

「數字」、「因果」、「利益」與「決策」

等說明他們眼中的公共政策問題或是

解釋為何如此；而不同立場、不同目

標（即本書第二篇主題）的政客因此

架構出不同的公共政策問題，來影響

選民的決定。接著本書的第四篇「答

案」，便是討論政治社群將如何運用不

同的「工具」來提出解決方案。政治

社群透過「誘因」、「規則」、「事實」、

「權利」以及「權力」等五種政策策

略來達到影響人民的行為，其中又以

「權力」是最為重要的一個影響因

素，因此公共政策的決定往往就是權

                                                 
4 本書第六章至第十章。 
5 本書第十一章至第十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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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的展現。6

結論 

    作者在本書最後的結論中提到，

理性分析必然是政治的，因此政策分

析就是一種政治論證，反之亦然。而

我們活在一個連續體的世界中，並不

是很明顯的就能區分出政策類別，隨

著所處情境之不同，每個人在面對政

策議題上都會有自己的價值觀或是自

己接收到的社會訊息，也就衍生了各

種不同的策略，進而在同一種概念的

目標上、問題上、解決方案上形成了

「弔詭」。 

    筆者認為，《政策弔詭》這本書相

當適合作為學習「政策分析」的教材，

作者 Stone 教授明確的將政策起源到

最後做了大致上的分類：「目標」、「問

題」以及最後的解決方案「答案」，並

且在每個步驟中又細分了許多概念，

像是就「目標」來說，可以看出每個

人對於「公平」、「效率」、「安全」、「自

由」等概念的理解不同，因此所欲解

決的問題與所欲採用的解決方法或解

決工具自然就有所不同。 

另外，作者也提出自己想法，嘗

試從「城邦」這個角度來分析政策，

不同於以往許多政策分析學者使用的

「市場」類型，即理性計畫背後的概

念作分析。透過「城邦」vs.「市場」

的概念，亦或是「政治」vs.「效率」

的觀點，來闡述政策問題形成的原因

以及要如何解決問題來達成目標，然

後檢視在這一個解決問題的過程中將

可能產生的弔詭現象，這個分析流程

                                                 
6 頁 27。 

就是 Stone 教授本書所欲討論的核心

概念。 

再者，Stone 教授善於引用諸多現

實例子來幫助讀者瞭解所描述的概

念，使本書在其鋪陳之下顯得相當靈

活生動，看似枯燥的概念卻能讓人不

禁為之莞爾，更能加深讀者印象。 

最後，筆者認為本書對於公共政

策分析領域來說，可稱的上是經典之

作，雖然書中許多案例都發生在美

國，這當然也與作者的居住環境有很

大關係，但是套用在臺灣的政治環境

中卻也相當適用，作者的分析框架有

助於讀者理解真實世界的現況，瞭解

為什麼這個政策會如此制定？而又是

什麼政治考量影響了政策執行？那人

們會站在哪種角度來評比政策的優

劣？以臺灣來說，每個公共政策其背

後都或多或少包含了各種不同的利益

團體以及不同的利害關係人，不論是

樂生療養院的搬遷或是軍購案等政

策，在這些政策當中的每一個關係人

其所理解的「公平」、「效率」等概念

有所不同，理所當然也會有不同的解

決方法與構思產生。 

Stone 教授提出的這些「弔詭」想

法，都將開闊政策分析學者的視野，

也希望能夠促使政策制定者能夠在制

定政策時，確切瞭解所欲之政策制定

後將會帶來哪些後果，因此筆者相當

推薦這本書給與公共政策或是政策分

析領域的相關學生、學者、政策制定

者甚至是社會大眾詳加閱讀，能夠更

加瞭解「政治」或「政策」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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